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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前言

新版《罗马史》与前一版有很大不同。这主要指头两卷，其所包括的时间为罗马国家的最初五百年。在实史开始之处，它就由于自身的缘故，决定和安排了表述的内容和形式。对较早时期，由于史料出处的研究并无界限，以及史料的时间难以确定和互无联系，历史学家所遇到的困难在于，他很难使别人满意，肯定也不能使自己满意。尽管本书作者曾努力于认真克服研究和表述上的这些困难，但是，他在将本书呈献于公众之前，在这里仍需做许多事情，多处需要修改。一系列新的研究，如关于罗马臣民的国家法地位，关于创作艺术和造型艺术的发展，已按其成果之大小纳入这个版本。此外，许多小漏洞已经弥补，行文普遍改得更为鲜明，内容更为丰富，整个布局更清楚，更加一目了然。还有就是在第三卷中，迦太基战争期间罗马民社的内部关系，不像在第一版中那样，仅做概述，而是依据事物的重要性和艰巨性给予应有的详尽描述。

公正的评判者，也许首先是那个已承担解决类似任务的人，将对此懂得去说明这种弥补原是在所必需的，从而对此请求谅解。无论如何，作者怀着感激的心情承认，公众的评判没有强调本书那些显而易见的漏洞和不足之处，而是相反，无论赞赏还是异议，都是针对其中已告结束或已经完成的那些部分。

此外，作者已把本书尽力在外表上安排得更为妥善。瓦罗的罗马城纪年保留在正文之中；页边的符号(1)指相应的公元前某年。在年份对比时，罗马城1年相当于公元前753年和奥林匹亚年6，4；尽管考虑到年的开端不尽相同，罗马的太阳年始于3月1日，希腊年始于7月1日，据更为准确的计算，罗马城2年相当于公元前753年的最后十个月和公元前752年的头两个月，还相当于奥林匹亚年6，3的最后四个月和奥林匹亚年6，4的头八个月。罗马钱与希腊钱一律按如下方式换算，阿司镑和塞斯特、第纳尔和阿提卡的德拉克马均视为相等，所有100第纳尔以上的款项均以相应重量的现今黄金价值为基准，所有100第纳尔以下的款项均以相应重量的现今白银价值为基准，则罗马钱1镑（＝327.45克）等于4000塞斯特，故根据1:15.5的金银比率，罗马镑换算为304 1/2普鲁士塔勒（Talern），第纳尔据白银价值换算为7普鲁士格罗申（Groschen）。第一卷所附的基佩特地图把意大利的年事统一表示得更明显，较叙述为优。页边标示的内容提要使读者易于综览。按字母排列的目录将附于第三卷(2)，因为作者兼有其他职责在身，无法如愿以偿地迅速进行这项工作。

1856年11月于布累斯劳

作者感到有必要在第二和第三卷再版时做出的种种更动大部分源出于新发现的李锡尼阿努斯的残稿。由于编者卡尔·佩尔茨先生的好意，作者在它出版以前就得以在校样中看到的这些片段，对于从皮德纳战役至雷必达反叛这一时期我们知识上存在的漏洞而增添了一些并非不重要的补充，当然也增添了不少疑团。

1857年5月于布累斯劳



————————————————————

(1) 在德文版的正文中，印为斜体字。中译本已列入正文中。——编者

(2) 地图、集中在一起的内容提示和《目录》（作为第一卷至第五卷的索引），均见于第八卷。




第三版至第九版前言

人们将会发现，从整体上看，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版同前两版没有很大的不同。公正的和内行的评论家都不会认为，像本书这样一部著作的作者必须为自己的新版本而利用，亦即重复在此期间出现的专门研究的每一成果。在此期间，即是自从第二版问世以来，在别人或自己的研究成果中，凡是作者认为是弄错或失误的，均已如实做了陈述。大段大段的改写，客观上并无必要。在第三卷第十四章中，曾就罗马编年史的依据做了阐述，后来又根据材料，以适当的方式做了全面的论述，写成专文（《迄至恺撒时期的罗马编年史》，第二版，柏林，1859年），因此，现在仅限于对具有普遍历史意义的成果做个概述即可。此外，布局并未更动。

1861年2月1日；1864年12月29日；

1868年4月11日；1874年8月4日；

1881年7月21日；1887年8月15日；

1902年10月1日，于柏林



第一卷　迄至罗马王政的废除

远古之事因日久年深已无法详加查考；可是，据我在审核时确认为大体可靠的证据看来，我相信，无论就战争或其他方面而言，它们都是微不足道的。

——修昔底德



第一章　引论

地中海及其深入大陆的各个分支构成大西洋最大的海湾；海面有时由于岛屿峙列或陆地延伸变窄，有时又四面扩展，显得十分辽阔，既把旧世界的三个部分分开，又把它们连成一片。在古代，这个内海周围居住着许多民族，从人种学和语言史的观点来看，这些民族不属于同种，但就历史而言，他们却构成一个整体。这个历史整体惯常被不甚恰当地称为古代世界史，实则是地中海各民族的文明史；它在我们面前陆续展现四个大的发展阶段：南岸的科普特人或埃及人的历史；阿拉米人或叙利亚人的历史，这个民族占据地中海东岸，并深入广布于亚洲腹地，远及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希腊人的历史；意大利人的历史；后两个民族本是一产双生，承受欧洲地中海沿岸一带为其遗产。以上四个民族的历史在初期都与其他知识范畴和历史发展周期相联系，但是不久以后，便各自分道扬镳。住在这个广大范围四周的各民族有些与他们是异族，有些与他们是同宗。这些非洲的柏柏尔人和尼格罗人，亚洲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和印度人，欧洲的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都曾与住在地中海沿岸的民族多方接触，但是在各自的发展上既没有给这些民族以真正决定性的影响，也没有从这些民族受到真正有决定性的影响。所以，如果文化范围果真可以划分，则这个以底比斯、迦太基、雅典和罗马之名代表其顶峰的文化范围可以视为一个整体。这四个民族，各自遵循自己的道路达到独特的宏伟文明以后，彼此的关系极为纷繁复杂，人性的一切要素都得到精深的研讨和丰富的发展，直至连这个范围也满盈起来。一些新的民族以前不过像波浪冲击海滩那样，冲击着地中海各国的领域，到现在便从两岸泛滥开来，以前他们曾在历史上把南岸同北岸分开，此时却把文明重心由地中海移到大西洋。所以，古代史与近代史的分别并不是纯粹偶然的，也不是纯粹为了编年上的便利。所谓近代史，实际上是一个新文化范畴的形成；从它的几个发展时期看来，新文明与将亡或已亡的地中海各国文明相连续，正如地中海文明与印度日耳曼族的原始文明相连续，但新者与旧者一样，也命定要走完自己的轨道，要充分经受各民族的祸福，即经过发育、全盛和衰老各时期，享受它在宗教、政治和艺术上努力创造的成果，以及物质和精神财富上获得的安适；或者，有朝一日也会在因达到目标而志满意盈之际，创造力归于枯竭。然而，这个目标只是暂时性的；最伟大的文明体系有自己的行程；但是，人类却不是这样，人类每当似乎达到目标的时候，旧课题便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和更崇高的意义上被重新提出。

我们的课题是，表现这宏大的世界历史剧的最后一幕，即从北边的大陆伸入地中海的三个半岛中位于中央的那个半岛的古代史，这个半岛由西阿尔卑斯山向南分出的山系即亚平宁山脉所构成。亚平宁山脉位于地中海西面那个广阔的海湾和东面那个较狭的海湾之间，先是走向东南，然后在接近后一海湾之处，逐渐升高，在阿布鲁齐山中达到它的最高峰，但还没有达到终年积雪的高度。亚平宁山脉自阿布鲁齐山继续向南伸展，起初既没有分支，又很高峻，到后来稍稍凹落，形成一个丘陵地带；然后分成两支：一支走向东南，成为一带较为平坦的高山，另一支走向正南，成为较为陡峭的山岭，两支在结尾处形成两个狭窄的半岛。

在北部的阿尔卑斯山与亚平宁山之间向南扩展至阿布鲁齐山的平原，在地理上原与南部山地和丘陵地不相连接，就是在历史上也是到了很晚时，彼此才发生联系。这些南部的山地和丘陵地，也就是意大利，我们在这里要研究的正是它的历史。从锡尼加利亚到里米尼一带的沿海，到罗马纪元七世纪时，波河流域则到第八世纪时，才并入意大利。意大利古代的北界不在阿尔卑斯山，而在亚平宁山。亚平宁山没有在哪一侧升高为陡峻的山脉，只是占地很广，其中有很多由易于通过的隘口连接起来的山谷和高原，很适于人类居住，在东、南、西三面与之相连的山前丘陵地和沿海各地尤其如此。诚然，东岸的阿普利亚平原有阿布鲁齐山为其北部屏障，除孤耸的加尔加努山脊横断其间以外，全境平坦，海岸与河流都不甚发达。但是，南岸介于亚平宁山脉尾部的两个半岛之间，有广大的低地与内陆的丘陵地带相连接，港湾虽少，却水多土肥。最后，西岸是一块辽阔的地方，有大河特别是台伯河流贯其间，因洪水泛滥和往日众多火山的作用，该地山谷交错，港湾和岛屿星罗棋布。埃特鲁里亚、拉丁姆和坎帕尼亚都在这里，形成意大利国土的核心。坎帕尼亚以南，山前丘陵地渐渐消失，第勒尼安海的波浪几乎直接拍击到山脉。不但如此，西西里之属于意大利，犹如伯罗奔尼撒之属于希腊；西西里岛是地中海里最大最美的岛，腹地多山，间有荒原，但环岛边缘，尤其东、南两面都是极美的宽阔海滨，大半由火山作用而成。从地理方面看来，西西里的群山既然是亚平宁山的余脉，几乎并未被那只是一条窄缝的海峡所隔断；所以，就历史而论，正如伯罗奔尼撒是希腊的一部分，西西里在古代确是意大利的一部分，两地既是同样一些种族必争之地，又是同一高尚文明的发源地。意大利半岛与希腊半岛相似之处在于山丘不高，气候温和，空气清新宜人，在平原和山谷中，一般也是如此。在海岸的发育上，意大利却不及希腊；意大利半岛尤其缺少那种使希腊人成为航海民族的、岛屿众多的海洋。可是意大利也有优于其邻国之处，它的冲积平原物阜民丰，山坡土质肥美，野草丰茂，足供发展农业和畜牧所需。意大利同希腊一样，也是块好地方，它激发和酬报人类的积极性，对于不肯安息的雄心，这里有通达远方的道路，对于安于宁静的人们，这里也有留守家园、获利谋生的途径。但是，希腊半岛倾向东方，意大利半岛则倾向西方。伊庇鲁斯和阿卡纳尼亚沿海一带，对于希腊只有次要的意义，正如阿普利亚和梅萨皮亚沿海一带，对于意大利也是如此；希腊历史赖以发展的阿提卡和马其顿两地都面向东方，而埃特鲁里亚、拉丁姆和坎帕尼亚却面向西方。这样看来，这两个半岛虽然挨得很近，如同比邻，形同姐妹，但却仿佛相背而立。虽则用肉眼从奥特朗托可以望见阿克罗科劳尼山，但是，最初意大利人与希腊人的密切接触却经由其他途径，而不循这条经由亚得里亚海的捷径。一个民族所占的地势往往足以预示它的历史使命，这里也是如此；古代世界文明所赖以成长的这两个伟大民族在投射它们的阴影时，如同散布它们的种子时一样，乃是一个向东，一个向西。

这里所要叙述的是意大利的历史，而不是罗马城的历史。虽则从正式国家法的观点看来，罗马的城市民社先取得意大利的统治权，然后取得世界的统治权，但从较高的历史意义来看，这个意见不能成立。寻常所谓罗马人征服意大利，更确切地说，应是把意大利所有民族统一成一个国家。罗马人诚然是这些民族中最强大的一支，但只不过是一支而已。

意大利历史分为两个主要部分：一部分是意大利人在拉丁民族领导下归于统一的内部历史，另一部分是意大利人统治世界的历史。这样，我们将要叙述的是，意大利民族如何定居于这个半岛；他们的民族的和政治的存在如何受到威胁，开化较早的异族，即希腊人和埃特鲁斯坎人，如何把他们部分地征服；意大利人如何起而反抗外族，把他们消灭或征服；最后，意大利两大民族，即拉丁族和萨谟奈族，如何为争夺这半岛的霸权而斗争，到公元前四世纪（罗马纪元五世纪）末年拉丁族如何获得胜利。以上是头两卷的内容。第二部分从布匿战争开始，所述内容包括：罗马国的疆土突飞猛进地扩展到意大利的天然界线，而后又越过这条界线，罗马帝国时代的状态历久不变，以及这个大帝国的土崩瓦解。这些将在第三和以后各卷加以叙述。



第二章　最早迁入意大利的移民

人类最初迁入意大利的情形如何，没有史料，甚至也没有传说可考。相反地，古人却普遍认为，意大利同别处一样，最早的居民也是土生土长的。然而，不同种族如何起源，种族的发生演变与不同水土有何关系，当然要留给博物学家去解决。从历史的观点来看，确定一国最早见于记载的居民究系土著，抑为移民，既不可能，也不重要。但是，史学研究者却有责任把各国人民如何陆续分化加以叙述，以便从尽可能早的时代起，追溯文明如何从不完美逐渐进入完美，以及无力发展文化的或文化较不发达的民族如何为文化较高的民族所压制。

然而，意大利却特别缺乏原始时代遗留的古物，在这方面意大利与其他文明地区截然不同。根据德意志考古学研究的结果，在印度日耳曼族尚未定居于英格兰、法兰西、德意志北部和斯堪的纳维亚之前，有一个民族，也许是楚底（tschudischer）族，曾在以上各地居住过，或更确切地说是漫游过；他们以狩猎和捕鱼为生，用石头、陶土或骨头制造器具，以兽牙和琥珀为装饰，但不识稼穑和金属用途。与此相仿，印度日耳曼族人居于印度以前，印度也住着一种不甚开化和皮肤黝黑的居民。但在意大利，我们不但没有见到一个被逐出的民族的遗址，如凯尔特-日耳曼人领域中的芬兰人和拉普人，以及印度山区中的黑色种族，而且迄今仍没有发现已经灭绝的原始种族的遗物遗址，如同德意志古代的所谓石器时代的异样骸骨、会餐场所和埋葬地所曾昭示的那样。据我们设想，在意大利知道稼穑和冶金以前，必曾有人类在该地居住，但迄今尚未发现支持这种见解的确实证据；人类如果在意大利境内确曾处于文化的原始阶段，即我们常说的野蛮状态，则这阶段也已毫无踪迹可寻。

民族的独立单位，即各族，乃是构成最古历史的成分。日后见于意大利的民族，有些是迁来的移民，例如希腊人，有些是同化的异族，例如布雷提人和萨宾地区的居民，在历史上都得到了证实。除这两类外，还有若干民族，它们移来的情形不能再凭史料来证明，至多只能以演绎法去推测，而且它们的民族性是否因为受过外来影响而发生剧变，也不能予以证明。我们的研究首先要确定这些民族的个性。进行这个研究，如果我们只依靠纷乱如麻的民族名称和号称历史的杂乱传说，我们就不免认为这个工作没有希望而予以放弃。其实这些传说不过是有文化的旅行者写下的一点可用的游记，以及一批多半毫无价值的、往往被不懂历史和传说的人拼凑起来并按常规俗例记载下来的传闻。但是，传说还有一个源泉，由这个源泉得来的知识虽则残缺不全，却真实可靠。这个源泉就是自古以来意大利境内的各民族的本地语言。这些语言随着民族的发展而发展，但发展的痕迹非常深刻，后来的文化却不能把它完全磨灭。虽则意大利的语言为我们所深知的只有一种，但是其他几种还留有若干残余，为我们研究那些语言和那些民族之间的差别，它们之间有无亲缘关系，这些关系的远近如何，提供了足够的根据。

这样，我们由语言学的研究可以分清三个原始的意大利语系：（一）耶皮基语，（二）埃特鲁斯坎语，（三）我们所谓的意大利语。最后一系分为两大支，一支是拉丁语，又一支则为翁布里人、马尔斯人、沃尔西人和萨谟奈人所用的方言土语所属的语言。

关于耶皮基人，我们的资料极少。在意大利东南端的梅萨皮亚或卡拉布里亚半岛曾发现大量用一种业已绝灭的特殊文字(1)写成的铭文，无疑这是耶皮基方言的残余，而且流传材料也很明确地把他们与拉丁人、萨谟奈人加以区别。由可信的陈述和众多的形迹看来，可以断定这种语言是阿普利亚的土语，这个民族是阿普利亚的土著。关于这个民族，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已足以断定他们与其他意大利人不同，但不足以确定这个民族和这种语言在人类历史上应占有的位置。铭文还没有读解，而且很难希望有读解的一日。所有格的形式aihi和ihi与梵文的asya、希腊文的oιo相当，由此可见，这种语言似乎属于印度日耳曼语族。又有其他形迹，如使用送气的辅音，不用字母m和t做尾音，都可以表明耶皮基语与意大利语绝不相同，而在某些方面与希腊方言相近。耶皮基人与希腊人关系特别密切，这个假定得到进一步的印证：耶皮基铭文中常见希腊神祇的名字，耶皮基人容易希腊化，与其他意大利民族的迟疑形成鲜明的对照。在蒂迈欧时代（罗马纪元400年即公元前350年(2)），阿普利亚仍被描写为蛮荒之地，到了罗马纪元第六世纪，该地便已经完全希腊化，虽然希腊人并未直接到这里来殖民，甚至野蛮的梅萨皮亚人也在许多方面表现了类似发展的端倪。耶皮基人与希腊人有一般的亲族关系或特殊的亲密关系，但仍不足以把耶皮基语看作一种粗俗的希腊方言。我们的研究至少在现时不得不就此止步，等到有更明确、更可靠的结果再说。(3)然而，这个缺陷不很严重，因为，当我们的历史起始时，这个民族正在趋于没落，在我们面前呈现出的，唯有退缩和消失的迹象。耶皮基人缺乏抵抗精神，容易融合于其他民族，有人假设这个民族是最早进入意大利的移民，或者就是意大利有史以来的土著。他们在地理上的位置使这个假设似乎可信，他们的民族性又恰好与这个假设相吻合。因为，无可怀疑，民族移徙最初全都经由陆路，向意大利迁徙的尤其如此，因意大利的海岸只有熟练的水手才能靠近，所以，就是在荷马时代仍不为希腊人所知。但是，如果古代移民曾越过亚平宁山而来，那么，历史学家就可以像地质学家根据山岳的层次来推测山岳的起源那样，敢于假定南行最远的民族才是意大利最古老的民族，而我们正是在意大利的东南端遇见耶皮基人。

根据可靠的传说尽可能远地往上追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半岛中段住着两个民族，或更确切地说，住着一个民族的两支，这个民族在印度日耳曼族中的地位，较之耶皮基人，更容易确定。我们理应称呼这个民族为意大利人，因为这个半岛的历史意义有赖于这个民族。这个民族分为两支，一支是拉丁人，一支是翁布里人及其南支，如马尔斯人、萨谟奈人，以及在有史时期由萨谟奈人分出的移民等。对以上各民族的方言土语所做的语言学分析表明，这几种语言全都是印度日耳曼语系的一环，而且直到较晚之时，它们仍属一个整体。在它们的发音体系里，有特殊的摩擦音f，这与埃特鲁斯坎语相同，但与希腊族和半开化的希腊族的语言迥异，与梵文也不相同。反之，希腊语始终保留了送气音，埃特鲁斯坎人也保留了较硬的送气音，而意大利语本来就没有这种音，所以遇到这种情形，在他们中间用这些音中的一个成分来代替，不是用带声破裂辅音，就是用单送气的f或h。希腊人尽量避免用s、w、j等轻摩擦音，意大利语却几乎完整无损地保留了它们，有时甚至加以发展。重音向后移动，因而语尾遭到破坏，这种现象是意大利人与某些希腊人，以及埃特鲁斯坎人所共有的，可是在意大利人中间，这种现象比在希腊人中间厉害，而比在埃特鲁斯坎人中间轻微。翁布里语语尾非常混乱，这在这种语言的固有本质中并无基础，而是后来讹用的结果，罗马也有这种倾向，不过没有这样严重而已。因此，在意大利语中，尾音的短母音经常被略去，长母音也往往被略去；可是，语尾的子音在拉丁语里常常牢固地保持着，在萨谟奈语里尤其如此，而翁布里语则连这个也略去，与此相关，意大利语很少有半自动态的痕迹，另以加r所构成的特殊被动态代之，而且时态大半都以es和fu的语根合组而成；希腊语语尾则较为丰富，又有增音的办法，因而大致能不用助动词，意大利语与埃奥利亚方言相似，也废除了双数。夺格在希腊语中已经失去，但在意大利的语言中仍普遍存在，方位格也大部分没有失掉。意大利各民族具有严格的逻辑，似乎不喜欢把复数的概念分为双数和多数，可是，他们仍然很精确地用变位和变格来表示各个词的关系。变动词为动名词，使动词有名词的性质，这是意大利语的特色，就是梵文也没有，意大利语把这种方法实行得比任何其他语言都彻底。

以上例证由极多的类似现象中选出，足能确定意大利语言体系的个性，与印度日耳曼系的其他语言有所不同，同时也说明意大利人在语言上是希腊人的骨肉至亲，正如在地理上是他们的近邻。希腊人和意大利人是亲兄弟，凯尔特人、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都是意大利人的堂兄弟。一切意大利的语言和种族在本质上相同，一切希腊的语言和种族也是如此，这必然早已为两大民族所明了，因为，在罗马的语言里，有一个来历不明的古词，这就是用来称呼每一个希腊人的Graius或Graicus；同样，希腊人也用类似的名字'Οπικó[image: ]称呼他们早年所见的拉丁人和萨谟奈人，但绝不用来称呼耶皮基人或埃特鲁斯坎人。

在意大利语系中，拉丁语又与各种翁布里-萨谟奈方言显然不同。诚然，就这些方言而论，我们只略知其中的两个，即翁布里方言和萨谟奈方言或奥斯坎方言，并且我们的知识极不完备，极不确定。其余有些方言，如马尔斯语和沃尔西语，传到现在支离破碎，所剩无几，不足以据此了解它们的特性，或明确无误地为那些方言土语分门别类；别的语言如萨宾语，现在已经完全消失，只剩下少数痕迹，作为方言特色，保存在地方拉丁语之中。然而，把语言和史实结合起来看，则以上种种方言无疑都属于意大利大语系中的翁布里-萨谟奈支系，此支系与拉丁语的关系虽则比较接近，与希腊语的关系比较疏远，但却与拉丁语绝不相同。遇到代名词和其他情形，罗马人用q之处，萨谟奈人和翁布里人往往用p，如quis作pis，这正是关系极密切的两种语言常有的不同之处，例如布列塔尼和威尔斯的凯尔特语中所特有的p，以及盖尔语和爱尔兰语中特有的k。在母音中，双母音在拉丁语和一般北部方言里似乎受到很大损害，而在南意大利方言却很少受影响；与此相关的是，在构词中，罗马人把平时严格保持着的语根母音予以软化，这是关系相近的语群中所没有的。以a结尾的字词的所有格，在这个语群里，也像在希腊语里那样，结尾as，在发展成熟的罗马语里，语尾作ae；以us结尾的词的所有格，在萨谟奈语里作eis，在翁布里语里作es，在罗马人中间作ei；方位格越来越多地从罗马人的语言意识中消失，而在其他意大利方言中却仍充分应用；间接受事格以bus为语尾的复数式，仅存于拉丁语之中。翁布里-萨谟奈语以um结尾的不定式在罗马语中很陌生，奥斯坎-翁布里语仿希腊语方式，用es为语根所造成的将来时态（er-est如同λ[image: ]γ-σω），在罗马人当中已差不多消失，或者完全消灭，取而代之的是简单动词的希求式，或类似的fuo（amabo）构造。然而，在许多这种实例（如格的形式等）中，这两种语言到了发展成熟之后才产生差异，而在开始时彼此却是一致的。情况似乎是意大利语独立存在于希腊语之旁；而在意大利语内部，拉丁方言与翁布里-萨谟奈语的关系，有点像爱奥尼亚语与多里斯语的关系，与奥斯坎语、翁布里语和关系相近的各方言的区别也可比拟于西西里和斯巴达的多里斯方言的特点之间的区别。

这些语言现象中的每一个都是一个历史事件所造成的结果，也是证明它的凭据。从这些现象，我们可以准确无疑地断定，把希腊人和意大利人的祖先共同包括在内的一个种族源自一个同文同种的母体；以后从这个种族中又分出意大利人，以后意大利人又分为东、西两支，再往后东支又分为翁布里人和奥斯坎人。

这几次分离究竟起于何时何地，自然不是语言所能昭示的；这些巨变中最早的，无疑是在意大利人的祖先尚未越过亚平宁山来移民以前便早已发生了；至于这些巨变的经过如何，我们实在不敢大胆地去想象，冒昧地去揣测。另一方面，语言的比较，如果妥善和谨慎地去做，却使我们可以大体上得知，在民族发生分离时，文化业已达到何种程度，因而使我们得知历史的肇始，而所谓历史不过是文明的发展而已。因为语言是已经达到的文明程度的真实写照和表达工具，尚在形成时期的语言尤其如此；技艺和风俗上的巨变保存在语言中就像保存在档案库里一样；对于那些全无直接传闻可资查考的时代，后世必能从语言的记载中去寻找材料。

当现今散处四方的印度日耳曼民族还是一个语言相同的种族时，他们已经达到某种文化程度，并具有与之相应的语汇。这种语汇由各个单独的民族当作共同财富接受下来，按照约定俗成的原则加以使用，并以此为基础去进一步独立地发展。在这种语汇中，我们不仅发现有表示存在、动作和知觉的最简单语词如sum、do、pater，这是外在世界在人们心中所形成的印象的原始反应。我们还发现一些能表达文化的字词，这种字词无论从语根去看，还是从约定俗成的形式去看都是如此，它们是印度日耳曼族的共同财富，这些文化语词既不能用发展一致来说明，也不能用后来的互相借用来做解释。这样，我们由固定不移的家畜名称获得远古畜牧生活发展的证据：牛在梵语作gâus，拉丁语作bυs，希腊语作[image: ]；羊在梵语作avis，拉丁语作ovis，希腊语作[image: ][image: ]；马在梵语作açvas，拉丁语作equus，希腊语作[image: ]ππο[image: ]；鹅在梵语作ha[image: ]sas，拉丁语作anser，希腊语作χ[image: ]ν；鸭在梵语作âtis，拉丁语作anas，希腊语作ν[image: ]σσα；同样，pecus（牲畜）、sus（猪）、porcus（豕）、taurus（雄牛）、canis（犬）也都是梵语中的词。由此可见，从荷马至今，人类智力所赖以发展的那个民族，在远古时便已超越文明的最低阶段——渔猎时期，而且至少已经达到居住较为安定的地步。另一方面，这时究竟是否已有农业，我们迄今还缺乏证据。对此，语言更多的是加以否定，不是肯定。拉丁语和希腊语的谷物名称都不见于梵语，仅有[image: ]一词在语言学上与梵语的yavas相当，可是在印度语指大麦而言，在希腊语却指赤小麦（spelt）。我们当然必须承认，家畜名称大致相同，而作物名称竟如此迥异，这不能绝对排斥农业上的同源。在原始情况中，植物较动物难于迁移和驯化；印度人种稻，希腊人和罗马人种小麦和赤小麦，日耳曼人和凯尔特人种裸麦和燕麦，都可以追溯到一种共同的原始农业。但是，另一方面，希腊人与印度人有一个谷物名称相同，至多只能证明印度日耳曼族在分离以前，曾经采集美索不达米亚野生的大麦和赤小麦谷粒(4)用以果腹，而不能证明他们已经栽培谷物。可是，我们虽然无论在哪一方面都得不到决定性的结果，下面的观察却使我们有所进展：在梵语里看见一些与这方面有关的极为重要的文化语词，不过它们的意义都较为一般。印度入用agras一词泛指草地，用kûrnu表示磨碎了的东西，用aritram表示桨和船，用venas泛指悦人的东西，特别是悦人的饮料。因此，这些词都很古旧，但是，在民族最初分离时，还没有把它们更确切地应用于田地（ager），应用于待舂碎的谷物（granum），应用于像破浪的船那样使土地翻起犁沟的工具（aratrum），应用于葡萄汁（vinum），因此无怪它们以后的用法有时非常不同。例如，要磨的谷和磨谷的磨石（哥特语作quairnus，立陶宛语作girnôs），都从梵语kûrnu一词得名。据此，我们可以大概肯定：原始的印度日耳曼族还不知道农业；我们也可以认定，即使他们已经知道农业，农业在他们的经济里绝对居于很低的地位；因为当时农业所占的地位，如果也像日后它在希腊人和罗马人中间那样，那么，农业在语言里必会留下更深刻的印记。

反之，关于印度日耳曼人的房屋和茅舍建筑，有下列各词为证：梵语作dam（as），拉丁语作domus，希腊语作δóμο[image: ]；梵语作veças，拉丁语作vicus，希腊语作[image: ]；梵语作dvaras，拉丁语作fores，希腊语作[image: ]。再者，有桨船的建造有小船的名称为证——梵语作nâus，拉丁语作nuvis，希腊语作[image: ]；桨的名称，梵语作aritram，拉丁语作remus、tri-res-mis，希腊语作[image: ]；用车和驯养动物拉车运物，梵语作akshas（车轴和车），拉丁语作axis，希腊语作[image: ]；梵语作iugam，拉丁语作iugum，希腊语作ξνγóν。还有衣服的名称，梵语作vastra，拉丁语作vestis，希腊语作[image: ]；缝纫和纺线，梵语作siov，拉丁语作suo；梵语作nah，拉丁语作neo，希腊语作[image: ]；可见这方面在印度日耳曼族各种语言中都相似。然而，论到较高的技术——织布，就不能这样说(5)。反之，用火烹饪食物和用盐为之调味的知识是印度日耳曼各族从原始时代流传下来的，甚至关于最初使用金属作器具和装饰品的知识，同样也是如此。至少铜（aes）和银（argentum），或许还有金的名称仍可追溯于梵语，人类如果不是先知道提炼矿石并加以利用，就不会有上述各种名词产生；梵语的asis，拉丁语的ensis，均显示远古时已使用金属武器。

印度日耳曼族各国最终所赖以发展的基本观念也同样可以最终追溯到这个时期，如夫妻的相互地位，氏族制度，家长的祭司资格，以及独特的祭司等级和各种姓的划分的全然没有，合法的奴隶制度，每逢新月和月圆之日在地方上公开举行的审案日。另一方面，明确规定地区的组织制度，解决王国与地方的统治权之间、王室和贵族世袭特权与国民在法律上的无条件平等之间存在的问题，均属较晚的时代。甚至科学和宗教的基础成分也有同源的痕迹。

数字由一至一百都相同；一百在梵语作çatam，êkaçatam，拉丁语作centum，希腊语作[image: ]，哥特语作hund。一切语言中的月亮都因为人类用它来计算时间而得名（mensis）。像神的概念本身（梵语dêvas，拉丁语deus，希腊语[image: ]）一样，也有许多最古老的宗教概念和自然象征都为各民族所共有。例如，人把天看作万物之父，把地看作万物之母，诸神在节庆日乘自己的车沿着平坦大道巡行各地，人死后灵魂像阴影似的长期存在，这不但在希腊和罗马是神话的基本观念，就是在印度也是如此。恒河上的个别神灵甚至连名称都与在伊利索斯河和台伯河畔受崇敬的神灵相同，希腊人的乌拉诺斯（Uranus）就是婆楼拿（Varunas）。同样，宙斯（Zeus），就是约维斯·巴特（Jovis Pater），迪斯庇特（Diespiter）就是《吠陀经》中的朱斯·庇达（Djâus Pitâ）。最近对于古代印度神灵的研究，使我们无意中得以了解希腊神话里许多使人莫名其妙的形象。鬓发灰白、充满神秘的埃林努复仇女神（Erinnyen）的形象，并不是希腊人所创造，而是随着最古老的移民由东方迁来的。印度猎犬萨罗摩（Saramâ）为天帝看守金色的群星和阳光，又替他把天牛（即富于营养的雨云）赶到一起去挤奶，不但如此，它还忠实地领着已死的善男信女前往极乐世界；这个神灵到了希腊人那里就成为萨罗摩的儿子萨罗梅耶（Saramêyas），即赫尔梅耶（Hermeias）；那个令人难解的盗窃太阳神牛的希腊故事，无疑与罗马的卡科斯（Cacus）传说有关系，现在看来，这就是那种充满幻想和意义深远的古老自然观的最后反响，但其意义再也不能为人们所理解。

如果说，决定印度日耳曼族在分离以前所达到的文化程度属于上古世界通史的事，那么，意大利史的特殊任务就是尽可能弄清希腊意大利民族在分为希腊和意大利两个民族时处于何种状况。这绝不是一桩多余的工作；借着这种研究，我们可以找到意大利文明的起点，也就是该民族历史的起点。

一切迹象指出，印度日耳曼人大概过着牧人的生活，只知道野生谷物，而希腊意大利民族却是一个种植谷物乃至葡萄的民族。这事的证据不仅在于两个民族都共同从事农耕本身，因为总的说来，我们不应当因为两个民族都务农，便做出这些民族同源的推论。印度日耳曼族的农业与阿拉米人、中国人、埃及人的农业有历史上的关系，这是难以否认的；然而，这几个民族不是同印度日耳曼族在种族上毫无瓜葛，就是在确实还没有农业时就与印度日耳曼族分离。另一方面，较进步的民族自古就如同在现代一样，彼此经常交换农具和农作物；中国编年史论到中国农业的起源，总说某王某年引入五谷，这话至少一般地叙述远古文化时期所存在的关系，自属正确无疑。两个民族共有农业，就像共有字母、战车、紫色颜料和其他器具和装饰品一样，使我们更多地经常推测出两个民族的旧有来往，而不是他们的同源同种。但说到希腊人和意大利人，这两个民族的相互关系我们知道得比较多，因而认为意大利的农业，如同文字和钱币那样，最初均由希腊人传来，这是完全不可靠的。反之，两民族共同具有农业上种种最古的用语，则可证明两国农业必有极密切的关系：ager与[image: ]；aro aratrum与[image: ]；ligo与[image: ]并存；hortus与χóρτο[image: ]，hordeum与[image: ]与[image: ]rapa与[image: ]，malva与[image: ]，vinum与[image: ]并存。希腊和意大利在农业上的相同，下列情况也可以为证：刻在古阿提卡和古罗马碑碣上的犁形状完全相同，两国都选用的最古谷类均为黍、大麦和赤小麦等；两国习惯都是用镰刀割谷穗，把谷穗铺在平滑的打谷场上，用牲口把谷粒践踏出来；最后，两国烧饭的方式也相同：puls与[image: ]；pinso与[image: ]；mola与[image: ]，因烘烤之法起于后世，所以，罗马祭祀不用面包而经常用生面团或面糊。“酒国”（[image: ]）的名称似乎可追溯到希腊最早的航海者抵达之时，可见意大利栽植葡萄也必定始于希腊人移入以前。由此看来，印度日耳曼族由畜牧生活过渡到农业，或更正确地说，农业与旧有的畜牧业的联结，必肇始于印度人离开各民族的母体之后，但在希腊人与意大利人解除旧有的共同关系之前。不但如此，农业肇始时，希腊人和意大利人不仅仍是一家，而且似乎与这个大家庭的其他民族也是一家；以下至少是事实：最重要的耕作语词虽为亚洲的印度日耳曼人所不知，却为罗马人和希腊人以及凯尔特、日耳曼、斯拉夫和立陶宛等民族所共有。(6)

在风俗和语言方面，各民族所继承的公产和以后他们各自所挣得的私产之间远不能就其分类和分阶段的一切复杂性来进行充分的区别。现在几乎还没有开始从这方面去研究语言。历史叙述原始时代时，主要不是向丰富的语言宝藏去取材，而偏重于从大部分仅为废物的传说里去搜寻。因此，我们在目前只得满足于指出印度日耳曼家族最早聚居时代的文化与希腊意大利族尚未分离而仍共处时代的文化之间的差异。文化成就有的是欧洲印度日耳曼各民族所共有的，而对亚洲印度日耳曼各族来说却是没有的；有的是前者中的个别族群，如希腊-意大利族群和日耳曼-斯拉夫族群自己所缔造的。这两者的文化成就即使有加以区别的可能，也必须等待语言学和历史学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之后才能办到。但是，对于希腊-意大利民族，以及其他一切民族，农业确实是民族生活和私人生活的萌芽和核心，并且这种认识在民族意识里永远存在着。农人建筑房屋和固定的炉灶，以取代牧人的简陋茅舍和迁徙无常的火炉，这在精神领域中得到表述；在女神维斯塔（Vesta或[image: ]）身上得到理想化，这女神是唯一不是印度日耳曼族所共有，而是一开始就为希腊、意大利两族所共有的。最古的意大利民族传说之一把该民族从畜牧生活转变为农业生活一事，归功于国王意大卢斯（Italus），或者（如意大利人必定曾经说过的）维塔卢斯（Vitalus）或维图卢斯（Vitulus），并且巧妙地把最初创立意大利法制一事也同他相连。对此的另一种说法是，萨谟奈人的民族传说把一头耕田的公牛当成他们原始定居地的领袖，或者，在最古老的拉丁民族名称中，把这个民族称为“刈谷人”（Siculi，亦作Sicani）或“耕田夫”（Opsci）。所谓罗马肇始的传说具有与神话不符的特征，如传说中出现一个渔猎民族创建一座城市的话。传说和信仰、法律和风俗，无论在意大利人或希腊人那里，始终与农业相联系。(7)

与农业一样，在这两个民族中测定土地面积和决定地界的方式，也建立在同一基础上，因为我们不能想象，田地不经过测量，哪怕是简陋的测量，就可以进行耕种。奥斯坎人和翁布里人以一百平方英尺为一佛苏（Vorsus），正与希腊人的普列特隆（Plethron）相同。定界的原则也相同。量地人对准一个基点取一个方位，然后先画两条线，一条自北而南，另一条自东而西，他立在两条线的交叉点（templum）上，然后再按固定的距离画若干条与以上交叉线相平行的线，于是画成许多矩形的地块，在每块的四角上，各立一界桩（termini）为记。埃特鲁斯坎人也应用这种定界法，但这种方法未必起源于他们；罗马人、翁布里人、萨谟奈人也都应用这种方法。这种方法又见于塔兰托的希拉克略特人（Herakleoten）的远古记载中，这既不会是意大利人从塔兰托人那里学来的，也不会是希拉克略特人从意大利人那里学来的，这乃是古代的公共财富。反之，罗马人独具的特色是顽强地实行正方形原则，就是在有海岸和河流为天然疆界的地方，他们也不以它为界，分配土地的时候，最后一块也必须划成正方形。

然而，希腊人与意大利人的关系特别密切，不仅见于农业，在人类其他最古的活动范围内也是彰明较著的。荷马所描述的希腊人的房屋与意大利一向保持的模式无甚差异。拉丁人房屋的主要部分和原供居住的整个内房叫作Atrium，就是“黑室”的意思，家宅祭坛、合婚床、饭桌和炉灶都在这里；而荷马诗中所说的Megaron也正是这样，里面也有家宅祭坛、炉灶和烟熏的黑色天花板。至于造船，则又另当别论。划桨船是古印度日耳曼族的公产，但从划桨船到帆船的进步就很难说是希腊-意大利时期的事，因为，这两个民族的航海名词，除印度日耳曼族共有的以外，根本就没有相同的。然而，意大利农夫有共进午餐的古老风俗，神话把这风俗的起源与农业的传入联系起来，亚里士多德则把它同克里特人共进正餐的风习（Syssitien）相比拟，而且古罗马人又与克里特人、拉科尼亚人有一点相同，就是坐下来吃饭，不像这两个民族后来那样斜倚在长榻上吃饭。用两片不同的木头互相摩擦来取火，是一切民族都通用的方法；但是，两片取火木的名称，在希腊人和意大利人中却是相同的，这并非偶然：“摩木”分别称为[image: ]和terebra，“垫木”称为[image: ]和tabula（大概由tendere和[image: ]变来）。同样，两个民族的衣服也大致相同，Tunika与Chiton完全相同，Toga不过是一件比较肥大的Himation。甚至在变化多端的武器上，这两个民族至少也有下列相同之处：他们的主攻击武器都是标枪和弓箭；而就罗马方面来说，这一点明显地表现在最古老的战士名称（pilumni-arquites）之中(8)；那些主攻击武器适合于最古老的战斗方式，并未考虑到近战。这样在希腊人和意大利人的语言风俗中，一切与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有关的事物，都可以追溯到共同的要素：当他们还是一个民族的时候，已经把世界对人类提出的最古老的问题共同解决了。

精神领域中的情况却又不同。人类如何跟自己、跟自己的同类、跟他所属的整体过自觉的和谐生活，这个大问题可以有许多解决方法，不啻恒河沙数；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在性格上的差异都表现在这里，而不在物质方面。在希腊-意大利时期，这种内心差异的动因必然还未显露，到了希腊人与意大利人分离后，这个深刻的精神差异才显现出来，其影响直到现在还在继续不断。在希腊如同在罗马一样，家庭和国家、宗教和艺术在发展中各有特色，而且具有如此彻底的民族性，以致这两个民族在这方面所凭借的共同基础都犹如藤木植物蔓生满墙，几乎不可复见。那种希腊人的特色为：他们为个人而牺牲全体，为一个城镇而牺牲一个国家，为一个市民而牺牲一座城镇；其人生理想是善美生活，只耽于舒适的怠惰；其政治发展加深各区原有的地方独立性，后来甚至闹到地方政权的内部瓦解；其宗教观起初使神具有人性，然后又否认神的存在；它允许青少年赤身裸体地运动，自由舒展四肢，使最壮丽和最可怕的思想得以自由发挥。那种罗马人的特色为：他们严令其子敬畏父亲，公民敬畏君主，让他们都敬畏神祇，除了有效益的行为外，无所要求，什么也不尊重；强迫每一个公民在短暂的一生中无休止地劳动，片刻也不休息；穿衣蔽体以遮羞，已成为男童应尽的义务；谁要是与众不同，便视为不是良民；国家至高无上，扩张国土乃是唯一不受轻蔑嘲笑的崇高理想。追根溯源，谁能想到，这种思想上的尖锐矛盾竟渊源于最初的统一，因为它团结、培育和缔造了这两个民族。要想揭开帷幕，未免荒诞愚妄；我们要从事的，只是概述意大利民族的起源和它与古代的联系，以便给明辨有识者的判断指引方向，而不是把这种判断行诸文字。

在希腊如同在意大利一样，在国家中一切可以称为家长制的要素都建立在同一个基础上。属于此类的首先是对社会生活做出道德上和体面上的安排(9)，即要求为夫的信守一夫一妻制，为妻的如有不贞将受重罚，为母的在家庭范围内享受崇高地位，借以承认男女平等和婚姻神圣。反之，不顾人性而极力粗暴地扩展夫权，尤其是父权，这是希腊所没有而意大利所特有的现象；道德上的服从首先在意大利变为合法的奴役制。同样，奴隶在法律上毫无权利地位，此乃奴隶制本质使然，罗马人严守这一原则，毫不容情，并把奴隶制的一切后果加以发挥；反之，在希腊早就有宽容奴隶待遇的事实和法律，例如承认奴隶婚姻为合法。

氏族，即同一个祖宗所生的子孙的共同体，系以家族为基础；在意大利如同在希腊，国家由氏族而来，可是，由于希腊政治的发展薄弱，氏族仍拥有与国家相对的社团势力，这种势力一直保持到有史时代以后很久；意大利的国家则一经出现便相当完备，因为面对国家权威，氏族完全失去作用，国家不是氏族的共同体，而是公民的共同体。反之，在希腊，与氏族相对的个人所获得的精神自由和独特发展，远较意大利为早，也远较意大利完美，这种情况非常明白地反映在希腊和罗马的人名上，两族的姓氏起初很相似，后来却完全不同。在希腊较古的人名中族姓常常作为一个形容词附于个人名字之后，与此相反，罗马的学者已经知道他们的祖先原来仅有一个名字，即日后本人的名字。在希腊作形容词用的族姓早就绝迹，但是，不仅在罗马人名里，而且在意大利人名里，族姓却成为人名的主要部分，个人的本名反而成为它的附属物。诚然，意大利人尤其是罗马人的个人名字既无甚意义，又为数甚少，而且有逐渐缩减之势，相形之下，希腊人的名字却颇为丰富，饶有诗意，这种情况似乎形象地向我们昭示，在前者那里，个性趋于拉平划一，而另在后者那里却得到自由发展，原因在于民族性不同。

我们可以设想，在希腊-意大利时期，家族共同体在族长领导下过着共同生活，这种共同生活看起来可能与日后意大利和希腊的政体很不相同，但是必定已经有日后双方立法的萌芽。在亚里士多德时代仍然实施的“意大卢斯王的法制”可以说明这两个民族的体制大致相同。关于共同体内部治安的维持和法律的执行，对外战争的编制和军法的制定，族长的统治，元老会议，能战的自由人的集会和某种宪法，必定已包含在这种政体内。审判（crimen，[image: ]）、赎罪（[image: ]）、报复（[image: ]），都是希腊-意大利时期的概念。债务人为还债首先以其人身担保的严酷债务法是意大利人和诸如塔兰托的希拉克略特人所共有。罗马政制的基本思想，如王政、元老院以及一个仅有权认可或否决国王和元老院交议的提案的全民大会再没有像亚里士多德论述克里特的古代政制一文中说得那样透彻的了。几个原来各自独立的部族（Symmachie，Synoikismos）在政治上和睦相处以至于融合为较大联邦的萌芽同样也是两个民族所共有的。对于希腊人和意大利人政治基础的这种相同性，应予以特别重视，因为这是其他印度日耳曼各族所没有的，例如日耳曼人的地方组织绝不像意大利人和希腊人那样是从民选君主政体开始的。可是，意大利和希腊在这个共同基础上发展出如何不同的政体，两个民族的政治发展全过程又如何为其中的每一个民族所独有(10)，将在下文中予以说明。

宗教方面也是这样。在意大利如同在希腊一样，表述于比喻和寓言中的自然观乃是奠定民众信仰的共同基础；因此，罗马和希腊的神鬼世界大致相似，这种相似情况在以后的发展阶段中颇为重要。也在许多单个的概念中，在前已提过的宙斯狄奥维斯（Zeus-Diovis）和赫斯提亚维斯塔（Hestia-Vesta）的形象中，在神殿（[image: ]，templum）的概念中以及在许多祭献和庆典中，可以看出两民族的崇拜仪式彼此相仿，诚属偶然。可是，在希腊如同在意大利，这些仪式似乎采取完全独特的民族形式，以致他们的古代保存下来寥寥无几的遗产至今仍可辨认，并且就是这一部分也往往未被人理解，或甚至被误解。这确实不能不这样，因为正如两个民族本身的巨大差别在希腊-意大利时代并未发展，只是并存共处，但是，他们分离之后就明显地发展起来，因而在他们的宗教里，概念和形象也就发生分离，而以前它们在灵魂中却是浑然一体的。那些古代农人看见天上行云被驱赶而掠过天空时，可能会发表这样的议论说，诸神的母狗在把一群惊散的母牛赶往一处。希腊人忘记了，母牛其实只是云霞，却把原来仅为个别目的而设想出来的神狗之子变成听候诸神做种种差遣的机灵使者。山中雷声隆隆，他就见到宙斯在奥林匹斯山上挥舞尖劈；青天重又笑逐颜开时，他便看见宙斯的女儿雅典娜璀璨夺目的眼睛；希腊人自己创造的形象给自己如此强烈的影响，以致不久之后便把这些形象看成是人，只是这些人被赋予自然力的光辉并蒙受其照耀。然后，他就按照美的规律随意对这些形象加以创造和修改。意大利民族却用另一种方式表现其宗教热忱，但表现并不稍弱。他固守概念，不允许概念被形象所掩蔽。希腊人献祭时举目望天，而罗马人却蒙头盖脸，因为希腊人的祈祷是瞻仰，罗马人的祈祷是默思。在整个自然界，他所崇拜的是精神的和万有的东西。对于宇宙万物，不管是人是树，是国家是仓廪，无不承认其有神灵，神灵与实物同生其灭，成为自然现象在精神界中的反映。男子有阳性的保护神（Genius），女子有阴性的保护神朱诺（Juno），疆界有界神（Terminus），森林有林神（Silvanus），周而复始的年岁有岁神（Vertumnus），依此类推，各从其类。在行动和办事时，每一步都被神化，例如，在为耕田人做祈祷时被呼叫的神，计有休耕神、犁田神、犁沟神、播种神、覆土神、耙掘神，以及收运神、贮藏神、开仓神等。同样，结婚、生育以及其他每一自然事件无不被赋予神圣的生命。但抽象观念所包括的范围愈广，神的地位便愈高，人的敬畏也就愈甚。例如，朱庇特和朱诺代表抽象的男性和女性，荻雅女神（Dea Dia）或凯雷斯（Ceres）代表创造力；密涅瓦（Minerva）代表记忆力；菩娜女神（Dea Bona）或萨谟奈人的居普罗女神（Dea Cupra）代表善神。在希腊人看来，一切事物都是具体和有形体的，而罗马人却只能应用一目了然的抽象公式；因此，希腊人废弃原始时代的神话宝库的大部分，因为嫌它们把观念表现得过于明显；罗马人更不能保留它们，因为神圣概念稍微罩上—点寓意的薄纱，便过于隐晦。连最古老和最普遍的神话，例如在印度人、希腊人，甚至闪米特族人中间颇为流行的关于洪水泛滥后遗留下来的目前人类的共同始祖的故事已在罗马人当中找不到一点踪迹。罗马人的神祇不能像希腊人的那样结婚生子，它们不能隐形匿迹地遨游于凡人之中，它们不需要琼浆玉液。然而，它们的灵性，对于拙劣的理解力来说是平淡无奇的，很能影响人的性情，其影响力之大或许超过那依照人的形象而创造出来的希腊神祇；这虽不见于历史，却有罗马人代表信仰的Religio一词为证，Religio意即为“约束”，这个词和这个概念都是希腊所没有的。正如在共同的文化遗产中，印度发展出形形色色的神圣叙事诗，伊朗却发展出玄妙的曾特古经（Zendavesta），希腊神话中以人为主，罗马神话中以概念为主，前者重自由，后者重必然。

最后，凡适用于真实生活的，也适用于笑话和游戏里所模仿的生活，任何地方的笑话和游戏，尤其是生活既充实又朴素的远古时代的笑话和游戏，都不排斥庄重的成分，只是予以掩饰而已。在拉丁姆和希腊，最简单的艺术要求完全一致：威严的战士舞蹈；“跳跃”（triumpus，[image: ]）；“饱食者”的化装舞会（[image: ]，satura），参加者各披绵羊皮和山羊皮，玩笑取乐，以为节庆的结束；最后是笛子，它以合适的曲调来控制或伴随肃穆或欢乐的舞蹈。希腊人和意大利人的特有的密切关系大约没有表现得比这更明显的了，可是，两个民族的发展在其他方面都没有显露出那样大的分歧。拉丁姆的青年教育仍囿于家庭教育的狭隘范围；在希腊，人们渴望用种种不尽相同的，却又和谐的教育去锻炼人的身心，于是创造出健身术（Gymnastik）和教育学（Paedeia）这两门科学，全国和个人，都以此为最高福祉而加以研习。拉丁姆就其艺术发展的贫乏而言几乎处于无文明的民族的阶段；希腊却很神速地从宗教概念里发展出神话和神像，再从这些发展出一个诗歌和雕刻的神奇世界，这种神奇世界在历史中再也没有重现过。在拉丁姆，只有聪明、财富和努力是公私生活中的权威；至于感受那令人欢欣的美的强大魅力，以似有情欲又似有理想的热忱去侍候娈童情侣，以神圣歌手的战歌再去唤起颓丧的士气，这却是希腊人的独擅专长。

古代文明在这两个民族中都达到登峰造极，可是，这两个民族既渊源相同，又发展悬殊。希腊人的优胜之处比意大利人易被人们较为广泛了解，其余晖较为壮丽；但是，普遍性寓于特殊性的深切情感，个人的献身和牺牲精神，对自己的神祇的笃信不移：这些都是意大利民族的瑰宝。这两个民族都获得片面的发展，而达到各自完满的地步；因为雅典人不懂得像法比氏（Fabier）和瓦勒里氏（Valerier）那样去建国而去责备雅典人，或者因为罗马人不曾学会像斐迪雅斯（Pheidias）那样去雕刻和像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那样去写诗而去责备罗马人，这都是褊狭见地。希腊民族如不同时把自己的政体改为专制政体，便不能从民族统一进入政治统一，这正是因为他们具有这些至善的独特性格。美的理想境界对于希腊人来说是至关紧要的，并且多少能补偿他们在现实世界中所欠缺的东西。希腊每逢出现统一倾向，这总是并不直接基于政治因素，而是基于竞技和艺术：只有奥林匹亚的竞技赛会，只有荷马的诗歌，只有欧里庇得斯的悲剧使希腊人团结起来。反之，意大利人为了自由坚决放弃个人意志，学会听从父命，以便自己善于服从国家。在这种服从中，个人可能得不到发展，最美好的人性的幼芽可能枯萎，可是，意大利人却因此而得有祖国和热爱祖国的感情，这是希腊人所未曾有的。在古代一切文明民族之中，意大利人独能依凭以自治为基础的政制而获得民族的统一；意大利既归于一统，于是，不但四分五裂的希腊民族的主权，而且全球的主权都终于落入意大利人之手。



————————————————————

(1) 有些墓志铭可以使人推知它的发音，例如θeotoras artahiaihi bennarrihino和dazihonas platorrihi bollihi。

(2) 前为罗马纪元年，后为公元纪年。余同。——译者

(3) 有人假定耶皮基语与今日阿尔巴尼亚语有亲缘关系，不过比较语言所根据的论点无论如何不够，而且对于这样重大的事实更是绝对不够。如果这种种族亲缘关系能够得到证实，而且由于阿尔巴尼亚人也属于印度日耳曼族，原与希腊人、意大利人同辈，希腊半开化民族的遗迹遍于希腊各地，尤以北部各省为多，因此，如果从另一方面说，阿尔巴尼亚人是希腊半开化民族的残余，那么，我们就可以证明先于希腊人的民族就是先于意大利人的民族。但我们目前仍不能据此推断耶皮基人曾渡亚得里亚海而迁入意大利。

(4) 大麦、小麦和赤小麦共同野生于幼发拉底河右岸的阿那哈（Anah）西北（阿尔封斯·康多尔，《分类植物地理学》，巴黎，1855年，卷2，第934页）。巴比伦史家贝鲁苏斯（Berosus）也说过，大麦、小麦一同野生于美索不达米亚（见于乔吉奥斯·辛克洛斯，第50页，波恩）。

(5) 如果说拉丁语的vieo，vimen与德语的weben及其他相近的语词同根源，那么，当希腊人与意大利人分离时，该词必定仍有一般“编织”的含义。这个含义到后来很可能在互不相属的地区才转变成“织”的含义。种亚麻之事虽然古远，但还不能上溯到这个时期，因为印度人虽熟知亚麻，但至今仍然仅用它来做亚麻油。意大利人知道苎麻大概比知道亚麻更晚，至少cannabis一词看起来很像是一个日后假借来的词。

(6) 所以，aro、aratrum又见于古日耳曼语的aran（犁耕，土语作eren）、erida，斯拉夫语的orati、oradlo，立陶宛语的arti、arimnas，凯尔特语的ar、aradar，因此，拉丁语的ligo相当于德语的Rechen，拉丁语的hortus相当于德语的Garten，拉丁语的mola相当于德语的Mühle，斯拉夫语的mlyn，立陶宛语的malunas，凯尔特语的malin。

面对这些事实，人们便将不能承认，住在希腊各地区中的希腊人只是以畜牧为生。希腊和意大利都以牧畜，而不以土地为一切私产的基础和标准，这不是因为农业开始较晚，而是因为农业初兴时还实行土地公有制。此外，不言而喻的是，希腊民族和意大利民族分离以前，任何地方还没有纯粹的农业经济，而是畜牧业与之相结合，多少是因地而异，其范围则比后来广阔得多。

(7) 在这方面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在最古文化时期，农业与婚姻以及与建立城市都有密切的关系。所以直接与婚姻有关的神，在意大利是凯雷斯和（或？）泰卢斯（TelIus）（普鲁塔克，《罗慕洛传》，塞尔维乌斯，《论埃涅阿斯纪》，4，166；A．罗斯巴赫，《关于罗马婚姻的研究》，斯图加特，1853年，第257、301页），在希腊是得墨忒尔（Demeter）（普鲁塔克《婚俗》，前言）；古希腊的套语中称得子为“Ernte”（收获）（见下文第32页注①）；诚然，罗马最古的婚礼形式Confarreatio（献麦饼），其名称和仪式都从种谷物得来。建城时用犁，是人所共知的。

(8) 双方最古的武器名称，没有一个可以肯定地显示出有亲缘关系，虽然意大利的lencea毫无疑问与λóγχη相关，可是lencea在罗马词里出现得晚，也许是从日耳曼人或西班牙人那里借用来的。

(9) 甚至在细节上也表现出这种一致性，如合法婚姻称为“为生育合法子女而缔结的婚姻”（matrimonium libterorum quaerendorum causa）。

(10) 人们当然不可忘记，无论何处，相似的条件总是导致相似的制度。例如，罗马的平民阶级先是在罗马国家内部成长起来的，这是千真万确的；可是，在任何地方，只要有居民团与市民团同时发展起来，便有与罗马相似的制度。不言而喻，偶然的机缘对此有时也起触发的作用。



第三章　拉丁人的定居

印度日耳曼族的故乡原在中亚的西部，从这里出发，一支向东南扩展到印度以外，又一支向西北扩展到欧洲以外。我们很难把印度日耳曼族的原始住处确定得更为精确，但这个地点必定在内地，离海遥远，因为亚洲和欧洲的印度日耳曼族没有共同称呼的“海”字。由许多迹象看来，这地点当在幼发拉底河一带，所以很奇怪，世界最重要的两个文明种族——印度日耳曼族和阿拉米族的原始家乡几乎在同一个地方。这种情形可以证明这两个种族曾有共同关系这种假设，可是这种共同关系，几乎都处在有史可考的文化发展和语言发展以前。对于他们的发祥地的考定，我们不能做得更精确，同样，对于各民族进一步如何迁移，我们也无法追随。欧洲的那一支，在同印度人分手以后，似乎曾久久流连于波斯和亚美尼亚，因为，从种种迹象来看，那一带确实是农业和葡萄种植业的起源地。大麦、小麦和赤小麦都是美索不达米亚的土产，葡萄原生于高加索山和里海以南，李子、胡桃和其他易于移植的果树也原生于此。还有值得注意的，欧洲大多数民族，如拉丁人、凯尔特人、日耳曼人、斯拉夫人等，都共用一个词来称呼海；他们分离以前必曾一同到过黑海或里海的海滨。意大利人从这一带经过哪条路线走到阿尔卑斯山脉，他们单独与希腊人结合时，可能曾在何处定居，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确定希腊人经由哪条路线走到希腊，是从小亚细亚出发的呢，还是从多瑙河流域出发的呢？意大利人正像印度人那样，从北方迁入他们的半岛，这当然可以视为定论。翁布里-萨贝利族自北而南，沿意大利中部山脊前进，此次迁徙至今仍昭然可考；迁徙的最后几个阶段完全属于有史可考的时期。拉丁人迁徙所经由的道路，人们知道得却比较少。大概拉丁人在萨贝利族动身以前早已取同一方向沿西海岸前进。低地水满以后，洪流才涌上高坡。我们必须设想拉丁人已定居于海岸，才能说明萨贝利人为什么甘心居住在崎岖的山区；他们以后才由山里出来，只要有可能，就挤进拉丁各族聚居之地。

众所周知，从台伯河左岸至沃尔斯克山一带有一支拉丁族居住，可是最初迁入时，拉丁姆和坎帕尼亚的平原仍可容人迁居，所以，沃尔斯克山地似乎未受重视；从沃尔西人的铭文看来，后来占据该山地的居民与萨贝利人的关系较近，而与拉丁人的关系较远。反之，拉丁人大概在希腊人和萨谟奈人移入以前，就居于坎帕尼亚，因为意大利的名词Novla或Nola（新城），Campani Capua，Volturnus（此词起源于volvere，如Iuturna起源于iuvare），Opsci（田夫）确实早于萨谟奈人的入侵；由此可见，希腊人创建库迈城之时，据有坎帕尼亚的欧松人是意大利人的一支，或许就是拉丁人的一支。后世卢卡尼亚人和布雷提人居住之地的原始居民，即意大利人（Itali，雄牛国居民），据最精明的观察家看来，应列为意大利族，不应列入耶皮基族；我们不妨认为他们属于拉丁族，虽然在意大利尚未发展成为国家以前，该地即已希腊化，后来萨谟奈部落又蜂拥而至，所以，这里古代民族的遗迹就荡然无存了。古老传说把同样归于绝灭的悉库尔人（Siculer）与罗马联系起来。例如，意大利最古的史学家叙拉古的安提奥科斯说，一个名悉开洛的人从罗马避难投奔意大利亚（即布雷提半岛）国王摩格斯（Morges）。这位史学家认为，悉库尔人与拉丁人同种，所以就以此作为叙述的根据。还在修昔底德时期，意大利仍有悉库尔人。西西里岛希腊语中个别的方言语词与拉丁语亲缘关系极为明显，大概是因为古时罗马人与西西里岛的希腊人曾有商业来往关系，而不是因为悉库尔人与罗马人自古语言相同。此外，就一切迹象来看，远古时，不但拉丁姆，就是坎帕尼亚和卢卡尼亚等地方、介于塔兰托湾和劳斯湾之间的意大利亚本部以及西西里岛的东半部，大概都是拉丁族各支所居之地。

拉丁族各支的命运彼此截然不同。那些定居于西西里、大希腊和坎帕尼亚的人与希腊人发生接触的时期，尚不能抵抗希腊人的文明，因此，他们如果不是特别像在西西里岛那样完全希腊化，就是变得十分衰弱，以致面对生气勃勃的萨宾部落时未做特殊抵抗就灭亡了。所以，悉库尔人、意大利人（Italer）、摩格特人和欧松人都没有在这个半岛的历史上起过积极作用。

在拉丁姆却是另一种情形，这里没有创立过希腊殖民地，这里的居民艰苦奋斗，竟能抗拒萨宾人和北方的邻居，自保其地。我们对这块地方考察，它大有影响于古代世界的命运，非他处所能及。

太古时候，拉丁姆平原已是自然界最伟大的斗争场所，水流缓慢的缔造力和大火山的屡屡喷发把土地层层堆叠，这块土地就是以后解决天下谁主沉浮之地。拉丁姆东部被属于亚平宁山脉的萨宾山和埃基山所封锁；南部有高达四千余英尺的沃尔斯克山，沃尔斯克山与亚平宁山主脉之间隔着赫尔尼基人的故土，萨河（即利里斯河支流特累鲁河）高原，沃尔斯克山从这里往西延伸，止于台拉辛那岬；西部濒海，沿岸港湾甚少；北部渐次融入埃特鲁里亚的广大丘陵地，这四界之内铺开一片壮丽的平原，台伯河和阿纽河流贯其间，台伯河发源于翁布里山区，有“山溪”之名，阿纽河发源于萨宾山区。在这平原上，像岛屿那样耸立着的有峻峭的石灰岩，如东北部的索罗克特山，西南部的基尔刻岬，罗马附近较低矮的雅尼库鲁姆山；也有火山隆起的高地，业已熄灭的火山口已成湖泊，这种湖泊有的至今仍在；其中最重要的是阿尔巴山，这座山突起于四周平地之上，屹立于沃尔斯克山和台伯河之间。

定居在这里的民族就是历史上被称为拉丁人的民族，后来或称为古拉丁人（prisci Latini），以示其不同于建立在拉丁姆境外的拉丁民社。可是他们占据的地方，即拉丁姆地区，只是意大利中央平原的一小部分。台伯河以北各地，对于拉丁人，都是外国，甚至是敌对地区，他们同这些地方的居民不能结成长久的联盟，不能维持地区间的和平，而且双方相约休战，似乎总有期限。台伯河自古以来便是北面的疆界，这个意义重大的界线划分是如何和何时确定的，这在历史上和较可靠的传说里都无记载或记忆了。我们的历史开始时，阿尔巴山以南的平坦沼泽地带是在翁布里-萨贝利族的鲁图尔人和沃尔西人手中；阿迭亚和维利特雷不复属于拉丁原始城市之列。拉丁姆本土只在这块地方的中央，以台伯河、亚平宁山支脉和大海为其四界，面积不过约三十四平方德意志里，略大于现今的苏黎世洲，人们由加佛山的高处俯视，它是一片“平原”(1)，这个地区虽是平原，但并非一畴平川。除一部分为台伯河所冲积的海岸沙滩外，这个平原遍布着凝灰岩丘陵，虽不甚高，可是往往很陡峭，又有深罅介于其间。地面上丘壑交错，彼此之间在冬季常潴水为潭，潭内腐烂的有机物质到夏季炎热时便发出恶臭，成为使人致病的疠疫瘴气。这种气体无论古今都使这里的居民感染疾病。罗马共和最后一个世纪和教皇治下的政治腐败曾造成农业凋敝。如果以为瘴气是农业凋敝所致，那就错了。瘴疠的起因主要在于积水未能排泄，其影响直到现在，与千百年前并无差异。可是，精耕细作确实可以消除瘴气至一定程度，原因何在，到如今还没有充分查清，不过一部分原因在于修整地表可以使积水速干。稠密的农业人口竟发生在现今健康居民不能繁荣生息、旅客不愿留宿过夜的拉丁姆平原、西巴利斯和梅塔蓬特低地等地区，总是一件对我们说来感到奇怪的事情。我们必须切记，在文化处于较低阶段，人们对于自然界的索求一般地易于觉察，并且对其支配也比较地容易适应，或许他们的体格富于弹性，能顺应水土。在撒丁岛，农业至今仍在完全相似的自然条件下进行，这里也有瘴气，可是农民在穿衣、吃饭和选择耕作时间上小心谨慎，竟能免于瘴气的影响。实际说来，避免瘴气最切实的办法无过于穿兽毛的衣服和燃起熊熊旺火；罗马农民出门所以常穿厚毛布的衣服，永不许他的炉火熄灭，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至于其他方面，这个地区必曾为移居的农民所喜悦；这里的土壤易于用锄和耙来耕作，就是不施肥料也能生产，可是用意大利的标准来看，这种土地的收获并不特别丰硕；小麦平均可以种一收五(2)，好水不多，所以居民把所有清新的水源都很看重，视为神圣。

在后来因拉丁人而得名的地区里，他们的垦殖地是如何产生的，现在已无文献可考；我们几乎不得不只是依靠推论了。然而，用这种方法，有一些可以得到认识，或至少可以做一些似属可能的臆测。

远古时期，罗马领土内分若干氏族村落，后来这些氏族村落形成最早的乡区（tribus rusticae）。据传说，克劳狄区起源于居住在阿纽河畔的克劳狄亚氏族的垦殖地；对于最初划分的其他地区，从它们的名称便可断定，情况也是如此。后来设立的地区都借用本地的名称，上述区名则不然，它们都由氏族名称而来，无一例外；这样用自己的名称作为最初罗马境内各乡区名称的氏族，只要尚未全归绝灭（如同迦米利氏、伽勒里氏、勒蒙尼氏、波利氏、普庇尼氏、沃尔提尼氏那样），都是罗马最古的贵族世家，例如埃米利氏、科内利氏、法比氏、贺拉提氏、梅涅尼氏、帕比里氏、罗密利氏、塞尔吉氏、沃图利氏。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这些氏族中，没有一个可以证明是后来才迁往罗马的。每个意大利地区，而且毫无疑问，每个希腊地区也都与罗马的地区相仿，也各分为同在一地并且同属一氏族的若干集团；氏族所居之地就是希腊人所谓的“家”（[image: ]），他们的村落（Komen）和邻里（Demen），一如罗马的部落（Tribus），往往导源于这个“家”。与“家”（vicus）或“区”（pagus，源自pangere）的意大利语名称同样清楚表明了氏族人的聚居，而且在日常语言中不难理解这两个词后来转意为小村或村落。如同每家有一块田地，所以氏族家园或村落也有专属于它的氏族田地，以后所看到的这种田地直到较晚时，还是按家族共管田地的办法来管理，也就是按土地共有制来管理。氏族家园是否在拉丁姆本地发展为氏族村落，或者说，拉丁人是否在迁入拉丁姆时已经结合成氏族共同体，这个问题我们很难答复，因为我们不能决定，这样一种组织所要求的集体经济如何在拉丁姆形成(3)，氏族除了依赖世系以外，在多大程度上还收容或结合了与它没有血统关系的外人。

可是，这些氏族从来就没有被人当作独立的单位，而被人当作政区（civitas，populus）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个政区起初是以若干同种族、同语言和同风俗的氏族村落的总体面目出现，彼此相约共同遵守法律程序、给予法律协助并负有集体攻防义务。这样的一个区如同这个氏族，在当地不设一个固定的地方中心，不过氏族中的人，亦即一个政区的成员既然都住在村里，政区的中心便不能是狭义的城邑或聚居之地，而是一个共同的集会场所，内有法庭和该区的神庙，每隔八天，区民为了交往和娱乐到这里来聚会，遇有战事，他们自己带着他们的牲口来此躲避入侵之敌，比在小村里更为安全；平时这个集会场所全无居民或者居民只是寥寥无几。颇为相似的古代避难所至今在瑞士东部山地几个山峰上仍可看到。这种地方在意大利称为“高冈”（capitolium，即希腊语[image: ]的“山巅”或“要塞”［arx，源自arcere］）；它还不是一个城镇，而是一个未来城镇的基础，因为房舍自然聚集在城堡四周，以后又有围墙（urbs，与urvus、curvus或orbis有关）把它环绕起来。城堡与城镇的表面区别在于门数的多寡，城堡的门尽可能地少，城镇的门却尽可能地多，通常每座城堡只有一座门，每个城镇则至少有三座门。意大利形成城镇前的政区组织法就以这些城堡为基础。在意大利有些省份后来才达到城镇集居的程度，有些省份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达到，如马尔塞兰和阿布鲁齐山的小区就是如此；在这些地方，古代政区组织多少还可辨认出来。直到罗马的帝国时期，埃奎库尔人仍不住在城市，而是住在没有围墙的无数小村落里，他们那里有若干古色古香的团城，这些“荒城”，连同一些庙宇使罗马的和当今的考古学家深为惊奇。罗马考古学家认为这里可能居住过原始居民（aborigines），近代考古学家则认为这里可能居住过佩拉斯吉人。如果不把这些建筑物视为有围墙的城镇，而视为本区居民的避难所，必然更接近于事实，即古代这些避难所必定曾遍布意大利境内，尽管建筑形式不那么精巧。同一时期，那些进而聚居于城市的族系在城镇四周筑起石墙，而那些仍旧居住在没有围墙的乡村的村民也筑起石墙来代替城堡的土墙和木栅，这是自然的事。以后在全国太平时期，人们不再需要这些城堡，于是这些避难所被人们遗弃，不久之后，便成为后世人们的疑团。

因此，上述的区既各有城堡为其中心，且各个包括若干氏族在内，便成为意大利历史起始的原始政治单位。这些政区在拉丁姆何处和多大规模形成，这是难以确定的，也并不具有特别的历史意义。与世隔绝的阿尔巴山是拉丁姆的天然屏障，给予移民以最洁净的空气、最清冽的水源和最安全的地势，新来的人当然抢先居住于此。阿尔巴位于帕拉佐拉上方的狭窄高地之上，伸展于阿尔巴湖（即卡斯台洛湖）和阿尔巴山（即加佛山）之间；这里被认为是拉丁族的原始居住地，它不但是罗马的，而且也是古拉丁其他聚落的母城；拉丁远古的区中心如拉努维乌姆、阿里齐亚和图斯库鲁姆也都位于这里的山坡上。这里也发现了几座远古的建筑物，这些通常标志文明的发端，仿佛向后世证明，雅典娜现身时确已长大。同样，在阿尔巴下方，向佩拉佐拉方向去，巉岩峭壁林立，加佛山山势险峻，在往南方向构成天然屏障，人迹罕至，而自北边来亦难以接近该地，只有东、西两面的隘口可自由来往，狭窄得易守难攻。最重要的是一条地下大隧道，这条隧道贯穿六千英尺厚的坚固火山岩壁，达一人之高。穿过这条隧道，阿尔巴山旧火山口所形成的湖水得以排泄，并降到现今的水位，于是山上本身得以拥有大片可耕之地。

萨宾山的余脉诸峰是防守拉丁平原的天然堡垒，后世堂皇美观的城市提布尔和普雷内斯特都起源于当时政区的城堡。在阿尔巴山、萨宾山与台伯河之间的平原上，还有拉比奇、伽比和诺门图姆；台伯河上的罗马、海滨的劳伦图姆和拉维尼乌姆或多或少地都成为拉丁族移民中心；至于其他许多不大著名的，有些差不多已被人遗忘的垦殖地，这里就不论述了。在最远古时，这些州郡在政治上都曾独立自主，且各由其诸侯治理，有元老会和战士会议协作。然而，同语同种的感觉不但普及于他们全体，而且同样表现在一个重要的宗教和政治制度之中，即在所有拉丁族州郡的永久同盟之中。按意大利人或希腊人的一般习惯，盟主权力原归于同盟集会所在的州郡，如上所述，阿尔巴被认为是拉丁州郡中最古老和最尊贵的，所以阿尔巴是它们的盟主。最初，有权参加这个同盟的共有三十个州郡，三十这个数是希腊人和意大利人说到构成一个共同体的成员时极常用的一个数。哪些地方可以算作这三十个古拉丁民社之内，或者它们在就其对于阿尔巴的首府的权利来说被提到时，哪些地方最初算作三十个阿尔巴殖民地，则未有记载流传，再也无法查考。例如，彼奥提亚人和爱奥尼亚人的类似同盟有过泛彼奥提亚节和泛爱奥尼亚节，这个同盟的聚会叫作“拉丁节”（feriae Latinae），地点在“阿尔巴山”（mons Albanus，即加佛山），日期每年由理事会指定，到了那天，合族杀一头雄牛祭“拉丁神”（Iuppiter Latiaris）。凡参加典礼的民社各须交纳定额的牲口、牛乳和奶酪，以供祭祀之用，并领受一块献祭的烧肉作为报酬。这些习俗一直沿用到后世，而且非常驰名。关于这种联系在法律上比较重要的影响，我们几乎只能加以臆测。自远古以来，与在阿尔巴山上进行宗教节庆活动相联的，还有各民社代表在附近的菲伦提那河源（在马里诺附近）处拉丁裁判所举行的集会。一般说来，这样一个同盟而没有一个管理同盟的某种高级行政机构和一个没有对整个地区都适用的法律制度，是不可想象的。同盟对触犯同盟法有审理之权，并且在这种案件中甚至可判以死刑。这是传说，并是可信的。以后各拉丁民社有着共同的法律，一定程度的通婚，这可以被认为是原始同盟法律的一部分，所以，任何一个拉丁男子与一个拉丁女子所生子女都是合法子女，可以在拉丁姆境内任何地方获得地产，经营商业和交通运输。此外，这个同盟可能还设立一处同盟仲裁法庭，解决各州郡之间的相互争执，但是，没有证据说明的是，对于各民社宣战和媾和的主权，同盟曾加以限制。同样，毫无疑义的是，同盟组织法必曾规定，同盟可以进行防御战或甚至进攻战；当然，此时少不了会有一个公爵当统帅。但是，我们没有理由设想，遇此种情形时，每个民社均需派兵从征，或者反过来说，禁止一个盟员国为自己的利益去攻击另一盟员国。可是有迹象表明，拉丁节庆活动期间实行过“神命休战”(4)；而且正在交战的各部落这时似乎也相互保证安全通行。确定盟主的州郡享有特权的大小更不能定；我们只可以断言，没有理由把阿尔巴在拉丁姆的首要地位看成是一种真正的政治霸权，有可能，甚至很有可能，它在拉丁姆这种首要地位不会超过埃利斯在希腊的名誉盟主地位。(5)总之，这个拉丁同盟的范围和法律内涵大概松散而且多变；可是它过去不是，后来也不会是彼此多少有点陌生的不同民社的偶然结合，而是拉丁民族关系的正当而必要的表现。如果说，拉丁同盟未必永远包括了一切拉丁人的民社，那么，它也未曾把加盟的权利许给非拉丁族。它在希腊的对应物不是德尔斐的庙邻会（Amphiktyonie），而是彼奥提亚同盟或埃托利亚同盟。

这些概括的轮廓该已够了。如果把线条描绘得更为清晰，形象只会是不真实。作为最古老的政治单元，各州郡在拉丁姆如何同气相求，异声相拒，这种纷繁的活动，由于没有善于执笔记载的人为之作证，终于成为陈迹，它只有满足于领会如下的唯一不朽的事实：那各州郡虽有一个共同的中心，但并未牺牲自己的统一，它们仍保持和增进民族彼此的共属感；从而为从州郡地方主义向民族统一的进程准备条件。每一民族历史以州郡地方主义开始，而且必然以此为开始，每一民族历史又以民族统一为归宿，而且必然以此为归宿。



————————————————————

(1) 如同latus（边）和[image: ]（平）两词；因此，它指平地，有别于萨宾的山地，正如Campania也指“平原”而言，有别于萨谟奈。Lātus，从前作stlātus，与此无关。

(2) 法国统计学家杜罗·德·拉·马勒（《罗马人的政治经济学》，第2卷，第226页），以法国奥维涅省的利马涅与罗马的坎帕尼亚相比。利马涅也是一块不平坦的广袤原野，地形错综复杂，表土为火山石和火山灰分解而成，这全是死火山的遗迹。人口每十六平方公里至少有两千五百人，这在农业地区可算是人口最密的一个地方；地产分而又分，小到极点。耕田几乎全赖人工，耕具为铁锹、双齿耙或锄头，有时代以轻犁，由两头母牛去拉，但这只是例外；农妇往往亲自负轭曳犁，以代替其中一牛。这两头牛既能供乳，又能耕田。农人每年收获两次，小麦一次，蔬菜一次，田地终年并不休耕。熟田每亩年租一百法郎。假使这里土地不是这样，而是分属六七个大地主，由管家和短工去经营，以代替小自耕农，那么，一百年以后，利马涅必成为荒凉寂寞的苦地方，与今日的坎帕尼亚无异。

(3) 在斯拉沃尼亚，直到今天还存在着父权制家庭、全家住在一起，常常达到五十口人甚至一百口人，听命于一个由全家选出而终身任职的家长（Goszpodár）。主要由牲畜构成的家产由家长管理；剩余按各支分配。私人由工业和商业所得的收入仍旧是私产。也发生离开家庭的事，甚至男子也离开家庭，比如说，入赘到一个异族家庭（查波洛维奇，《斯拉沃尼亚与克劳地亚》，佩斯，1839年，第1卷，第106、179页）。这种情况可能与最古罗马人的情况相去不甚远，在这种情况下，家庭与民社相近似。

(4) 拉丁人的节庆直截了当地称为“休战日”（indutiae，马克罗比乌斯，《农神节》，1，16，哈利卡纳索斯的狄奥尼修斯，4，44），在节庆期间，不许开战（马克罗比乌斯，同上）。

(5) 阿尔巴曾以攻守同盟的形式统治拉丁姆的说法，往往古今都有人提出，可是仔细研究起来，却没有充分的证据。一切历史都不始于民族的统一，而是始于民族的分立，拉丁姆统一的问题，罗马经过几百年的奋战才解决，阿尔巴绝不会早先就解决了。还值得注意的是，罗马虽然继承了阿尔巴，却从来没有以拉丁各民社的共主自居，仅以名誉盟主为满足；罗马有了实力，实行统一以后，这名誉盟主的地位便使它有口实，以伸张其霸权的要求。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举不出真正的证据，而菲斯图斯的《论执政官》（praetoz，第241页），以及哈利卡纳索斯的狄奥尼修斯，3，10中的几段，绝不足以使人认为阿尔巴是拉丁人的雅典。



第四章　罗马的起源

自台伯河口上溯约二十二公里（三德意志里(1)），两岸耸起不甚高的丘陵，右岸的稍为峻峭，左岸的稍为低矮。至少二千五百年以来，罗马人的名字就与左岸的群山联系在一起。当然，这个名字如何起源，何时起源，这就不清楚了；可靠的只是，据我们所知的最古形式，该地居民原来叫做“罗马纳人”（Ramner），不叫做“罗马人”（Romaner）。这个名字在较古的语言时期是常用的，可是，在拉丁语的早期就已被废弃了。(2)所以，这个名字的音变可以雄辩地证明，它起源于太古时期。更为确切的推论已无法列举出来，也许“罗马纳人”就是“河畔居民”的意思。

可是，住在台伯河岸丘陵上的这些人不只是罗马纳人。在最古老的罗马公民的结构中，还有一种痕迹表明，这个结构是由罗马纳人、替提人（Titier）和卢克雷人（Lucerer）这三个似乎原来各自独立的州郡融合而成的一个统一体，换句话说，罗马的synökismus（并区为城）与雅典起于阿提卡的情形相同。(3)民社三分法多么古远(4)，最清楚地表现在如下事实中，即特别在有关国家法方面，罗马常用tribuere（三分）和tribus（三分之一）等词来表示“划分”和“部分”的概念，而且tribus一词像我们的quartier那样，早就失去原来示数的含义。在合并以后，三个以前的民社，现在却是一个整体的三个部分，仍各占公地的三分之一，并且均匀地派人参加民军和元老会。在祭献方面，几乎最古老的团体，诸如贞女团、舞蹈团、田夫团、狼神团、鸟占团等，其成员人数多半都是用三的除数，这似乎也导源于三分法。人们曾把罗马原始公民团一分为三来附会种种荒谬绝伦的议论。说罗马民族是混合民族，这一不合理的意见就以三分法为佐证，持这种见解的人曾用种种方法来证明远古的罗马是意大利三个种族所构成。这个民族把语言、国家制度和宗教发展得很纯，很有民族特色，不像其他民族很少能做到，可是这个民族却被变为由一堆由埃特鲁里亚人、萨宾人、希腊人，甚至还有佩拉斯吉人的废料组成的杂乱无章的混合物。在废弃了部分矛盾的、部分无根据的假设之后，我们可以用几句话来叙述构成罗马最古老的共同体的各个成分的民族性。罗马纳人属于拉丁族，是不会有什么疑问的，因为新的罗马共同体就因他们而得名，所以这个联合起来的民社的民族性也主要取决于他们。关于卢克雷人的来源，只能说，他们不难像罗马纳人归入拉丁民族之列。然而，人们一致认为这民社中的第二个来自萨宾那，这个说法至少可以追溯到替提祭司团所保存的传说，据说替提人在加入联合民社时，为保存萨宾人的特殊祭献仪式创立了这个祭司团。因此，可能在远古时，拉丁人与萨贝利人的语言风俗还不如后来罗马人与萨谟奈人那样相差悬殊，萨贝利人的一个民社可能曾加入拉丁人的州郡同盟，也许因为在可信的古代传说中，替提人往往毫无例外地据有优先于罗马纳人的地位，似乎入侵的替提人曾强迫较为古老的罗马人接受并区为城（Synökismus）的做法。这里确实发生过不同民族的混合，可是，这一混合产生的影响难以比几百年后萨宾人阿图斯·克劳苏斯（即阿皮乌斯·克劳狄乌斯）率领他的党羽和受庇护者迁入罗马为大。不能因为以后罗马人容纳克劳狄人而说罗马人是混合民族，同样也不能因为古代罗马纳人容纳替提人，而可以把这个民社列为混合民族。也许除了在教仪中流传下来的个别的民族规矩以外，在罗马的萨贝利成分已无处可考；尤其是拉丁语毫无证据足以证明这种臆说。(5)如果说，有一个与拉丁人有极密切的亲缘关系的个别种族的民社来加入，拉丁人的民族性就受了明显的影响，那就真是咄咄怪事了；对此我们首先必须切记，在替提人与罗马纳人同居共处时，拉丁民族是以拉丁姆而不以罗马为基础的。这个新的三合一罗马共同体，尽管有某些原属萨贝利族的成分，其实不过是罗马纳人的民社，即拉丁民族的一部分。

早在台伯河畔的城市聚居地兴起以前很久，罗马纳人、替提人、卢克雷人可能先各自而后联合据有罗马山丘上的城堡，并从周围的村庄出发去耕种他们的田地。昆克提人在帕拉廷山旁举行的“狼神节”（Wolfsfest）或许就是从这些原始时代传下来的遗风；狼神节是农人和牧人的一个节日，它保存宗法时期的纯朴娱乐最多，而且说来很奇怪，以后在改奉基督教的罗马，这个节庆比一切其他异教节庆都保持得更长久些。

以后的罗马城就是从这些聚居地发展出来的。当然绝对谈不上像传说中原来假定的那种建城：罗马不是一朝一夕建成的。可是，罗马如何能够在那样早的时候，在拉丁姆境内达到极优越的政治地位，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而据土地状况来看，我们只能料到与此相反的结果。罗马城的所在地不及大多数老拉丁城市那样肥沃和卫生。罗马城周围的葡萄和无花果树都生长得不甚茂盛，又缺乏丰富的水源。卡培纳门（Capenisches Tor）前面的甘美的卡美尼泉（Born der Camenen）以及后来圈在图里亚努姆（Tullianum）监狱里的卡庇托尔水井，水量都欠丰富。此外，河流时常泛滥，由于河床极为平缓，雨季山洪暴发，不能迅速泄水归海，于是丘陵间的谷地和低地汪洋一片，变为沼泽。对于移居来此的人，这个地点确是一无可取。在古代，就已有人认为在这个得天独厚的地区里，只有此地土壤硗薄贫瘠，不适卫生，最初迁徙的农人择地定居时，必非出于自愿；在这里建城，必是出于不得已，或由于特殊的缘故。甚至传说已经流露出以此为奇之意；一群从阿尔巴逃出来的人在阿尔巴诸侯的两个儿子罗慕洛和雷穆斯率领下建立罗马城的故事，不过是太古稗史上的一种天真尝试，想借此说明该城起于条件如此不利之地的奇事，而且还想把罗马的起源与拉丁姆的一般首府联系起来。这些故事自命为历史，其实只是不甚聪明的粗糙解释，历史的首要任务恰恰在于排斥它们；但历史或许还会采取进一步的步骤，先忖量当地的特殊情形，不谈该城如何肇始，而专就其日趋繁荣的惊人迅速发展以及它在拉丁姆所处的特殊地位提出一个积极的假说。

我们先来看看罗马领域最早的边限。东面最近的城镇有安滕尼、费登尼、凯尼那和伽比等，有些地方距塞尔维城墙不到八公里，罗马区的边界近在城下。南面二十五公里处有图斯库鲁姆和阿尔巴这两个强大的民社，在这里罗马城的范围似乎不曾超越距城八公里的克琉利亚壕沟（Fossa Cluilia）。同样，在西南方面，罗马与拉维尼乌姆交界之处也不过在第六块里程碑旁。向内陆方面，罗马区虽然这样处处不能越出尽可能狭窄的地方，可是，向海一面，它自古以来就可以沿台伯河两岸扩张，毫无障碍，在罗马与海岸之间，没有任何以古老的州郡中心著称的地方，也没有任何古老的州郡界线的痕迹。对万事万物都能说根道源的传说，自然也会宣称，台伯河右岸的罗马领土即“七小村”（Septem Pagi）以及台伯河口的大盐场都是罗慕洛王从维爱人手中夺来的，又传说安库王曾在右岸的雅尼库鲁姆山修造了桥头堡，在左岸修建了“河口”的海港城市（奥斯提亚）作为罗马的庇雷阿（Peiräeus）(6)。但我们有比传说更为可靠的证据，足以证明埃特鲁斯坎人那边的河岸必曾属于罗马的最古老边区，因为罗马的生殖女神（荻雅女神）的丛林以及罗马农作节和田夫祭司团的最早主要活动场所都在此地，即位于日后通到海港的大道上的第四个里程碑处。实际上，自荒古以来，可能为罗马各氏族之长的罗密利氏正是卜居于此，而雅尼库鲁姆则是罗马城的一部分，奥斯提亚则是一个市民聚居地，换句话说，是一个郊区。这种情形绝非偶然。台伯河是拉丁姆的天然商道，这一带海岸缺乏港湾，它的河口就成为航海家必不可少的下碇之所。而且自从远古以来，台伯河就是拉丁民族防止北邻入寇的边防线。作为内河贸易和海上贸易的集散地，作为拉丁姆沿海的边防要塞，罗马再适宜不过了。罗马位置优良、利于坚守，又紧靠河岸，这两种优点兼而有之。沿河两岸，直抵河口，都在它的控制之内；对于沿台伯河或阿纽河下行的内河船夫和对于驾驶当时并不十分大的船只的航海者来说，它都很便利。对于防御海盗，它比紧靠海岸之地，能提供更大的保障。所以，如果罗马的产生不是由于它的商业上和战略上的优势所致，至少它的重要意义是由此而来；关于这一点还有许多蛛丝马迹可循，其重要性是历史小说中的记载所无法比拟的。因此，罗马很古就与凯雷发生关系，凯雷之于埃特鲁里亚恰似罗马之于拉丁姆，所以，凯雷就成为罗马最接近的邻国和商业伙伴。因此，台伯河上的桥梁，以及桥梁的建造在罗马共同体中都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于是，划桨船就成了罗马的城徽。因此，古罗马对于进入奥斯提亚的货物所征收的港口税，一开始就仅对兜售的物品（promercale）征税，对于船员自用的物品（ustiarium）则免税，所以，港口税实际上是一种商业税。以后罗马就先有相当早的硬币，并与海外国家缔结商约。就这种意义来说，罗马很可能像传说里所假定的那样，是一个创建，而不是一个逐渐形成的城市，在拉丁各城市中出现最晚，而不是最早。毫无疑问，这个地区的土地已稍经耕种，城堡已雄踞于阿尔巴山和坎帕尼亚的其他许多高地，然后拉丁姆边界上才有商业中心兴起于台伯河岸。至于罗马城是由于拉丁同盟的决定，还是由于一个无名氏建城者的眼光远大，抑或由于交通状况的自然发展而产生，对此任何一种假设都是不行的。但是，关于罗马在拉丁姆居于商业中心地位的提法大概与另一种意见有联系。在历史的黎明开始在我们面前出现时，面对拉丁各民社的联盟，罗马是统一设防的城市。拉丁人住在没有设防的乡村，只有在节日、集会或特别必要时才利用公共城堡；这种拉丁人风俗很可能在罗马地区比在拉丁姆其他地方更早地受到了限制。罗马人似乎并不是不去亲自经营农场，也不是不真正以农庄为家，但坎帕尼亚的空气恶劣，势必使罗马人尽可能卜居于更加通风和更加卫生宜人的城镇山丘。除农夫外，自远古以来必有很多不务农的外地人和本地人卜居于此。原因是古罗马地区人口稠密，面积至多为三百一十平方公里，部分为沼泽地或沙砾地。按最古的城市法竟能建成一支由三百二十名自由人组成的民防军，所以该城的自由居民至少有一万人，但原因不仅如此。熟知罗马人及其历史的人无不知晓：罗马人的公私活动的特色奠基于城市生活和经商之道，罗马人与其他拉丁人和一般意大利人的区别首先是城市人与乡下人的区别。罗马诚然不是像科林斯或迦太基那样的买卖城，因为拉丁姆主要是一个农业地区，而罗马最初是，以后仍然是一个拉丁城市。可是，罗马所以不同于许多其他拉丁城市的，当然是由于罗马在商业上的地位，以及由此所决定的罗马市民的精神。由于罗马是拉丁各区的商业中心，所以以下一点便易于了解：罗马在发展拉丁农业同时，奋力迅猛发展一种凌驾于农业经济之上的城市生活，并进而以此奠定它的特殊地位。研究罗马城这种商业上和战略上的发展过程，较之分析远古时代那些无足轻重而又大同小异的民社而难于收到成效的事情来，显得更加重要，更切实可行。有关这个城市的发展过程，我们在叙述罗马逐步形成的筑城和设防的传说里多少仍可辨认，筑城和设防过程必然与罗马共同体日趋发展为城市的重要性是同时并举的。

罗马在几百年的建城过程中成长为城市，由可信的证据看来，其最初城址仅包括帕拉廷山丘，因为帕拉廷山丘呈正方形，故后来又名罗马为“方形罗马”（Roma quadrata）。这个原始的环城的城门和城墙直到帝国时代仍然清晰可见；我们现在仍然知道其中两座门的故址，一座是靠近维拉布罗地方圣乔治的罗马门（Porta Romana），一座是提图凯旋门所在的慕吉奥尼门（Porta Mugionis）；塔西佗曾亲自考察帕拉廷的围墙，至少看到它朝阿文廷山和凯利乌山的那两面，并执笔予以叙述。许多遗址表明，这里曾是城市聚居地的原址和中心，在帕拉廷山上，有这个聚居地的神圣标志，即所谓“贮藏室”（mundus），最初移来的人在这里储存所有充裕的家用必需品，再加上一块可爱的故乡土壤。这里还有一座建筑，在其中所有的家族联盟（Kurien）在供祭神和其他用途的各自的灶旁聚集一起（curiae veteres）。这座山上也有舞蹈祭司团（curia saliorum）的聚会所，同时是战神的神圣盾牌保存地，“狼神”（lupercal）圣地和朱庇特祭司的住所。罗马建城的传说主要来自这座山上及其附近：罗慕洛的茅屋，他的养父浮斯图卢斯的牧人小屋，神圣的无花果树（一对孪生兄弟就是在木箱里漂流到该树跟前），一株小茱萸树（这树是从这位建城者从阿文廷山上投出的一把飞越竞技场谷地、落在这座围墙里的长枪的枪柄里长出来的），还有其他类似的圣迹，均呈现在善男信女们的面前。真正的庙宇当时还没有，因此帕拉廷山没有原始时代的这类遗址。但是，民社的集会所很早就移到他处，所以渺无踪影。人们只能猜测：储藏室周围的空地，即后世所称的阿波罗广场，是最古老的公民团和元老院的集会场所，在储藏室上面搭起的台子可能就是罗马民社最早的审判场。

但是，“七山节”（septimontium）保留了人们对帕拉廷山四周渐渐形成的扩大的居住地的纪念。这些居住地也就是罗马的郊区，它们一个接一个地成长起来，各具特色。它们有比较单薄的围墙保护，此围墙依靠着帕拉廷原有的围墙，一如在沼泽地带，外堤依靠着大堤那样。所谓“七环圈”就是指帕拉廷山本身；切玛卢山，即帕拉廷山坡，它面对着古时绵亘于它与卡皮托尔山之间并向河岸倾斜的一片低地；维利亚，即把帕拉廷山与埃斯奎林山相连的山脊，以后由于帝国时期从事各种建筑，它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法古塔尔、欧庇阿乌和基斯庇乌，均为埃斯奎林山的三座山峰；最后，苏库萨（又名苏布拉），这是一个要塞，建在卡里纳山上用以保护新城的那堵土墙之外，位于埃斯奎林山与奎里纳尔山之间的凹陷地带的文柯利（Vincoli）的圣彼得寺下方。在这些显然逐步发展起来的建筑中可以在—定程度上清楚地想见帕拉廷罗马最古老的历史，人们把后来根据这些最古老的划分而建立起来的塞尔维区划与此相联系起来观察时尤其如此。

帕拉廷山是罗马民社的最早所在地，它的围墙是最古的，原来是独一无二的。可是，罗马城的居住地的兴建同别处一样，起初不是在城堡里面，而是在城堡脚下；我们所知道的最古的居住地，即以后按塞尔维区划属于第一、二城区之地，都位于帕拉廷山周围。同样如此的还有切玛卢山坡上的居住地，连同那条托斯坎人巷，该处令人追忆大概在帕拉廷罗马时代凯雷人与罗马人频繁通商的往事，以及维利亚山脊上的居住地，两者后来在塞尔维城中同城堡所在的山丘一起合建成一个区。此外，还有后来构成第二区的那个部分：凯利岛山上的郊区，该郊区可能仅包括大剧场（Colosseum）上方该山的尖顶；卡里纳山上的郊区，即由埃斯奎林山伸向帕拉廷山的山梁；最后则是苏布拉山山谷和前堡，全区都由它而得名。这两区合起来构成这座初期的城市，该城的苏布拉区，即在城堡脚下，从君士坦丁凯旋门一直伸展到文柯利的圣彼得寺，并跨越其下的山谷，一直向该处伸展，因此它似乎比后来按塞尔维体制并入帕拉廷区的各居住地要威武显赫一些，可能也比它们更古老，因为说到各区的排列，苏布拉区总是在帕拉廷区的前面。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往事使人回忆起这两个城区的抗争，仍保存在后世罗马一种极古的宗教习俗中：每年在大校场上举行十月马祭典：直到后来，每逢这个节日，苏布拉区的人与神圣之路（Via Sacra）的人竞相争夺马头，视此方或彼方得胜而定。苏布拉人得胜，马头便钉在苏布拉区的麻密利塔（旧址已无法可考），神圣之路的人得胜，马头便钉在帕拉廷山下的王宫。古城的两半就是这样平等地互相竞争的。因此，那时埃斯奎林山（这个名称的狭义用法不包括卡里纳在内）是名副其实的“外层建筑”（ex-quilial，inquilinus相同，均源于colere），即郊区；在后来城区划分中它属第三区，总被人看得不如苏布拉区和帕拉廷区那样重要。附近的其他丘陵，如卡皮托尔山和阿文廷山，可能也曾为七山民社所占据；尤其是搭在台伯河沙洲上的天然桥墩上的“桩桥”（pons sublicius），那时必已存在，仅造桥祭司团就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而且人们也不会把埃特鲁里亚岸边的桥头堡耶尼山高地置于度外，可是罗马人还没有把这两处置于他们的防卫圈内。桥必须用纯木而不能用铁拼接的规定成了规矩，直到很晚时还为人们所遵循，这显然表示该桥原作浮桥之用，随时易于折断或焚毁。我们由这一点可以认识到，在多么长久的时间内，罗马民社对于河上渡口的控制总是不稳定，而且常常中断。

这些逐渐形成的城市居住区与罗马国家自远古以来按国家法划分的三个民社的关系已无从查考。由于罗马纳人、替提人和卢克雷人原来似乎是独立的民社，它们最初必定也各有其居住地，可是它们在七山上的确并非各居一城；不论古今对此虚构传说，明达有识的学者必定会把塔庇亚（Tarpeia）的悦耳故事和帕拉廷之战放在应有的位置上。反之，苏布拉和帕拉廷这两个最古的城区以及郊区均分为罗马纳人、替提人和卢克雷人等三个部分，可能与此相联系的是，以后不但苏布拉区和帕拉廷区各有三对阿格尔庙（Argeerkapellen），后来添加的城区也是如此；帕拉廷的七山城也许自有其历史；关于此事的传说，除了有关存在的事物外，至今未有流传。可是，情况就像林中的树叶落下不被人注意，但它们总要落下来并让位于春天，这个湮没无闻的七山之城也让位于有历史性的罗马了。

帕拉廷城并非自古以来唯一被圈入后世塞尔维城墙范围内的城。在它的对面，与它紧邻的还有位在奎里纳尔山上的第二座城。“旧堡”（Capitolium vetus）有朱庇特、朱诺和米涅瓦的圣殿，以及公开保存国家条约的信义女神庙，它显然是日后卡皮托尔山的对应事物。卡皮托尔山上也有朱庇特、朱诺和密涅瓦的神庙，以及同样似乎用作国际法档案库的罗马信义庙；这确实证明，奎里纳尔山曾是一个独立民社的中心。这个事实，我们从帕拉廷山和卡皮托尔山双双崇奉战神一事中也可以推知，因为战神是勇士们的楷模，也是意大利民社最古的主神。与此有关的另一情况是：它的祀奉者，即“舞蹈团”和“狼神团”这两个远古的祭司团，都是双双并存于日后的罗马，除帕拉廷舞蹈团之外，又有奎里纳尔舞蹈团，除帕拉廷的昆克提“狼神团”之外，又有“法比狼神团”(7)。它的圣地很可能就在奎里纳尔山上。所有这些迹象本身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又记得，帕拉廷的七山城可以确知的范围，原不包括奎里纳尔山在内，以后在塞尔维的罗马城，头三个区与昔日的帕拉廷城相当，又以奎里纳尔和附近的维米纳尔作为第四区，那么，这些迹象就更加意义重大。坚固的苏布拉外寨之所以筑在城墙之外，位于埃斯奎林山与奎里纳尔山间之峡谷中，就不言自明了；这里是两国交界之处，帕拉廷人占领低地以后，必须在这里筑一座城堡以防御奎里纳尔人。

最后，奎里纳尔人用以自别于其紧邻帕拉廷人的名称，也至今犹存。正如帕拉廷城自称为“七山”城，帕拉廷的公民自称为“山人”（montani），山字虽然也应用于该城所属的其他高阜，但首先指帕拉廷山而言，所以，并不低于帕拉廷山而且比它稍高的奎里纳尔山峰以及附近的维密纳尔山，除按严格的语言习惯取得山丘（collis）这一名称外，未尝有其他名称。在祭祀记录中，称奎里纳尔为山丘的不少，不加其他名称。同样，这高阜通向别处去的门常常被称为“山丘之门”（porta collina）；住在这里的战神祭司名为“丘僧”（salii collini），以别于帕拉廷（salii Palatini），由此区构成的第四个塞尔维城区，称为“丘区”（tribus collina）(8)。最初与本地相联系的“罗马人”的名称，可能为“丘人”与“山人”所共有，而“丘人”或许自称为山丘罗马人（Romani collini）。两座相邻的城的这种差异，可能在于种族不同，可是，足以说明在拉丁土地上建立的一个民社为外族所建，就奎里纳尔民社来说，其证据是全然不足的。(9)

这样，在当时的罗马共同体的所在地，有帕拉廷的罗马山人和奎里纳尔的罗马丘人这两种人，他们的共同体彼此分立，并且确实时常互相攻击、互相对立，与今日罗马之孟提加尼族（Montigiani）与特拉斯太维里尼族（Trasteverini）的关系有点相似。以后七山城的新城和郊区扩展得更大，并且罗马丘人不得不在塞尔维规划中安于较低的地位，我们由此可以确切地知道，七山的民社很早就已凌驾于奎里纳尔的民社之上。可是，即使在帕拉廷城内，也难于把这个居住地的各个不同的成分完全真正地融合起来。苏布拉和帕拉廷这两区如何每年争夺马头，上文已经加以叙述过了；各个山甚至各个区仍然觉得它们是分离多于联合，这里还没有公共的城灶，各区的区灶虽然共处于一地，但却是并列的，所以，整个罗马城与其说是一个统一的城，不如说是一些城市聚居地。从许多迹象看来，旧日的豪强家族的邸宅都建筑得状似堡寨，足以防守，这当然出于需要。相传国王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曾修建过这座雄伟的城垣，不仅把帕拉廷和奎里纳尔两座城，而且把原来不在它们范围内的阿文廷和卡皮托尔两山地都圈在一个单一的大城墙之中，于是创建了新罗马，世界史上的罗马。但在着手这件伟大工程以前，毫无疑义，罗马与周围地区的关系无疑已有完全的改观。因为当时罗马七山上的农夫像拉丁姆其他山上的农夫那样，从事耕耘，只有平日空着的各个山顶避难所才可能有比较固定的居住地的雏形，这个时期相当于拉丁族的没有商业活动的远古时代；后来帕拉廷山和“七圈环”日渐繁荣，有人到此定居，这与罗马民社占据台伯河口同时发生，一般地也与拉丁人获得进展，从而得以进行更活跃而自由的来往并达到城市文明，尤其是在罗马，而且还在单个国家中，如同在联盟中一样，均取得更巩固的政治联合，这也是同时发生的。所以，成为一座统一的大城的基础的塞尔维城垣的建立是同这样一个时代相结合的：在这个时代里，罗马城能够争取拉丁同盟的霸主地位，并终于取得了这个地位。



————————————————————

(1) 1德意志里＝7420米。——译者

(2) 以下的字来自古远形式，均显示出字音的变化：pars portio，Mars mors，farreum，horreum的古式，Fabii Fovii，Valerius Volesus，vacuus vocivus。

(3) Synökismus（并区为城）并非真使各区人民合居一处，每区人民仍居故地，不过此后全城仅有一个议事会和公务所（修昔底德，2，15；希罗多德，1，170）。

(4) 有鉴于雅典的[image: ]，翁布里人的trifo，人们不免要提出疑问，民社的三分法是否即为希腊-意大利所取的根本形式。如果情形是如此，罗马民社的三分法便不能追溯到若干往日独立的部落的融合。但是要提出一种与传统的说法相反的见解，三分法必须在希腊意大利区域内比上述情形显得更为普遍，必须到处都均匀地出现这种根本形式。翁布里人用tribus（部）一词，或许只是在受罗马统治的影响下才有的；在奥斯坎语中，肯定不能确证。

(5) 旧说把拉丁语视为希腊语与非希腊语成分混合而成，此说现已被各方面所摈弃。但竟有明达的学者（例如，施维格勒：《罗马史》，第1卷，蒂宾根版，1853年，第184、193页）仍然假定拉丁语为关系密切的两种意大利方言混合而成。但我们遍查语言学或历史学上的事实，绝不见有做此假定的必要。如果一种语言表现为其他两种语言的中介，那么，每一个语言学家都知道，这个现象也许往往更多地基于有机的发展，而不是外部的混合。

(6) 庇雷阿（Peiräeus），雅典的商港，原在法勒隆湾的东北角。——译者

(7) 传奇作家谓昆克提族出于罗慕洛，法比族出于雷穆斯。由此可见，昆克提的“狼神团”位于法比“狼神团”之上（奥维德，《时日篇》，2，373及下一页，奥理略·维克托，《论起源》，22）。法比族在奎里纳尔山丘上献祭（李维，5，46，52），无论这祭祀是否与“狼神节”有关，均可表明法比族系山丘罗马人。

此外，昆克提狼神团的狼神在铭文中（奥雷利，2253），称为Lupercus Quinctialis Vetus（老卢佩尔库斯·昆克提阿利斯）；人名Kaeso（见《罗马研究》，第一卷，第517页）很可能与狼神的崇拜有关，这人名仅在昆克提族与法比族中有之。所以，著述家通用的Lupercu Quinctilius和Quinctilianus都是误用，昆克提团并不属于晚近的Quinctilieren，而属于远较古老的昆克提。又书中说到阿尔巴各氏族，如提到Quinctier（李维，1，30）或Quinctilier（哈利卡那索斯的狄奥尼修斯，3，29）时，则应取后者为宜，Quinctische应视为古罗马的一个氏族。

(8) “奎里诺山丘”以后虽常用以表示山丘罗马人所居住的高阜，我们却不必因此便认Quirinus一词原为奎里纳尔人的专称。因为一方面，如上所述，从一切最古的迹象看来，他们似乎均称为“丘人”（collini），另一方面，确实无疑的是，奎里人（Quiriten）始终仅指“有正式市民权的市民而言”，与“山人”和“丘人”的区别毫无关系（比较下文第五章）。后来奎里纳尔人的名称是基于执战矛的死神（Mars quirinus）本为帕拉廷和奎里纳尔所共同祀奉的，在后世所谓奎里努斯神庙中出土的古铭文仅称此神为Mars（战神），但到后来，为表示区别起见，特称山地罗马人的神为Mars（战神），而称山丘罗马人的神为Quirinus（奎里努斯）。奎里纳尔山有时称为“祭丘”（collis agonalis），这只表示它是罗马丘人祭祀的中心。

(9) 对拉丁领土内有外族居住一说，人们（例如参见施温格勒，《罗马史》，第1卷，第480页）提出的论据大致基于瓦罗（Varro）所倡言的关于语源学与史学的假说，后人照例附和他的说法，以为拉丁文的quiris和quirinus与萨宾城名Cures（库雷斯）有密切关系，所以奎里纳尔山丘为库雷斯人所居住。就语言而论，这两字即或确有亲缘关系，可是要从这里推出历史的论断，显然是不足为据的。从前有人说这山上的古老圣地。除此以外，这里还有一个“拉提阿尔山丘”（Latiarischer Hügel）是萨宾族的，但未获证明。Mars quirinus，Sol，Salus，Flora，Semo Sancus或Deus fidius诚然都是萨宾人的神祇，但也是拉丁人的神祇，他们显然形成于拉丁人与萨宾人尚未分开居住的时期。Semo Sancus这种名称与后来逐渐衰退的奎里纳尔的圣地有关（参见由此而来的Porta Sanqualis），此外，在台伯河的沙洲上也可遇到这种名称，每一个公正的学者只应把这一点视为此种崇拜由来极古而非其借鉴于邻国的明证。这并不能否认古老的种族区别对此不起作用，可是，情况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在我们看来，古老的种族区别已归于消失。当代人关于罗马国民里有萨宾人成分的常见说法仅仅有助于严肃警告人们不要凭空进行像这样的研究。



第五章　罗马的原始政制

凡在母性未因多妻制而丧失其独特地位的地方，父母、子女、家宅、奴仆和器具都是组成家庭的天然成分，别无二致。但这样的家庭，具有较高文化能力的各民族发展各不相同，对这些天然差别的理解和处理有深有浅，有更多地注意道德方面，也有更多地注意法律方面。在自然界本身所昭示的律法关系的实施方面，谁都不如罗马人那样朴实，那样毫不容情。

家族是一个单位，指父死后已能独立自主的自由男子，还有那个经过祭司以神圣盐粉（Confarreatio）与夫庄严婚配、共尝甘苦的妻子，还有他们的儿子和合法的儿媳及他们的未婚女儿和孙女，以及家中各人所有的一切财物。然而，女儿的子女却排除在此家族之外，因为，如他们是婚生子女，便属于男性家族，如是非婚生子女，就根本上不属任何家族。在罗马公民的心目中，人生的目的和精髓就在于自有家室和儿孙满堂。人死并非祸患，因为死是必然的；可是，一个家族或是一个氏族的绝灭却是一场灾难，所以，即使民社自古以来也替无子女的人开辟一条避免祸害的合法途径，允许他们收纳他人的子女作为自己的子女。从一开始，罗马家庭组织负有较高文化的条件，家人间相互以伦常为纲纪。仅男子可为一家之长。女子在获得资财方面，并不亚于男子；在继承家产时，女儿与她的兄弟平等，母亲与其子女平等。可是妇女必定永远属于这个家，不属于民社，即使在家她也不得不居于从属地位，女儿听命于其父，妻子听命于其丈夫，(1)无父的处女则听命于其最近的男性亲属；必要时问罪成年女子的正是这些人，而不是国王。然而，在家庭内，成年女子却不是女仆而是主妇。按罗马人的观念，舂谷烹饪是奴隶的事，罗马主妇免除这种工作，主要只监督女仆，兼搞纺织，纺织之于女子，如同耕耘之于男子。(2)同样，罗马民族对父母对子女的道德义务，有充足而深刻的认识，如果为父的不管教子女，或放纵他们为非作歹，甚至荡尽家产，贻害儿孙，均被认为是重大罪过。可是，从法律观点来看，“一家之父”（pater familias）的意志是唯一全能的意志，全家都要绝对听他的指示和引导。在家庭中一切对他来说全无权利可言，不但牲畜、奴隶如此，妻子、儿女也如此，处女既为其夫所自由选择而成为他的发妻，故所生子女抚养与否，也要听他随意决定。这个准则的成立并非因为对家庭冷漠所致；恰恰相反，罗马人念念不忘这一信念，即成家立业和生儿育女乃是道德上的必要性，也是公民的义务。在罗马，民社对于家庭扶助也许是仅有的一例就是这项规定，即如遇一产三孩之情况，便应救济其父；他们在宗教上禁止遗弃男婴（因出生致残的例外），以及至少包括头胎的女婴，由此可见他们对弃婴的见解。不论弃婴看来对公众多么有害，对弃婴一事很快就从法律惩罚变为宗教谴责；因为，首先父亲在家中拥有无限权力；一家之父不仅执行纪律极严，用以约束家人，而且对他们有制裁的权利和义务，用他自己认为适当的死刑、肉刑惩治之。成年的男儿可以另立门户，或如罗马人所说的，从父亲手里得到分给他们的“自己的牲口”（peculium），但在法律上，男儿所得的一切，无论是自己劳动所获或他人所赠，无论在其父之家或在自己家里，仍属父亲的财产。父亲在世一日，在法律上从属他的人便一日不能自有其财产，因此，不得到他的委托，财产不能出让或继承。就这方面而论，妻儿的地位完全与奴隶相等，奴隶时常获有自营家业的许可，若奉主人之命，也有转让财产之权。诚然，父亲可以将儿子当作财产转让给第三者，与出卖奴隶无异。如果买主是外国人，这儿子就成为他的奴仆；若买主是罗马人，由于罗马人不能成为另一罗马人的奴仆，这个儿子对买主来说至少成为奴隶的替代物。就这方面而言，除上文所述关于弃婴权的限制以外，父权和夫权在法律上受限制的只是在既受法律惩罚，也受宗教诅咒的几种最坏的恶行上；涉及这些恶行的有出卖其妻或已婚之子；父亲尤其是丈夫行使家庭裁判权时，若不先与本人或其妻的血族近亲商洽，便不得对他的妻儿判罪；这种做法是根据家族习俗贯彻实行的。可是，这后一种规定在法律上并未削减父权或夫权，因为行使家法时所召集的血族近亲不是为审判而来，而是供进行审判的家长咨询。家主的权力在本质上不但漫无限制，不对尘世间任何人负责，而且家主在世之时，其权力是既不更改，又不可摧毁的。按照希腊和德意志法律，实际上独立的成年儿子在法律上不依赖父亲而自立；在罗马家主健在时，他的权力不能因为他老髦、疯癫或甚至自甘情愿而被取消，只有执掌权力的人可以更换，因为儿童由于过继而转入另一个父亲的权力支配之下，此乃当然。女儿经合法的婚姻脱离父亲而归于丈夫之手，离开自己的宗族和神祇的保佑而加入丈夫的宗族，受其神祇保佑，自此以后就听命于丈夫，一如往日之听命于其父。根据罗马法，奴隶从主人方面获得解放比较容易，儿子从父亲方面求得自由却很难；解放奴隶之事自古就不乏其例，形式颇为简单；儿子求得自由却到很晚才见诸实行，手续煞费周折。诚然，如果主买其奴，父鬻其子，买主把他们一齐解放，则奴隶获得自由，可是儿子解放之后，照旧归其父管辖。罗马人厉行父权和夫权，毫不容情，始终一贯，于是这种权力变成真正的所有权。然而，家主对妻子的权力虽然近似他对奴隶和牲畜的所有权，可是家属与家产之间却大有区别，不但事实上如此，而且法律上亦然。家主的权力，姑不论其有效范围仅限于一家之内，实是暂时性质，也稍有代理性质。如同财产专为财主而存在，专制国的臣民专为君王而存在，但罗马的妻子儿女却不仅仅为了家父而存在。他们固然是权利的对象，可是同时却也自有其权利，他们不是物而是人。他们的权利未见行使，尚在潜伏，因为为了维持一家的团结，一家需要有一个统一的代表来主持；可是家主一旦死去，其子就成为家长，其父一向对妇孺、财产所行使的权利现在都归他掌握。反之，主人之死都丝毫不能改变奴隶的法律地位。

然而，家族的团结非常坚固，以致家主死后，家族并不完全瓦解。儿女因丧父而得以独立，可是在许多方面仍自认为一体；确定继承次序和许多其他关系，特别是调整寡妇和未婚女子的地位方面，都应用这个原则。按较古老的罗马观点，女子不能管辖他人，也不能管辖自己，她所受的管辖，或用一个较委婉的词，对她的监护权（tutela），仍属她所在的这个家，在家主死后，此权则由最亲近的男性亲属整体行使，所以儿子通常监护寡母，兄弟监护姊妹。从这种意义来说，家族一旦创立，便永久不变，直到始祖的男系后裔绝灭为止；只是一代一代往下传，彼此的关系势必日益疏远，最初本是同根一体，到了后来就无法证明了。家族与氏族，或者用罗马人的用语Agnaten与Gentilen，它们之间的区别就在于此，也仅仅在于此。这两字都表示男系，可是家族只包括同一个共同始祖的后代子孙，他们一代一代向上追溯，能指明世代的次第；然而，氏族却包括一切自命为一个共同始祖的后裔的人，但是不能充分指出中间的环节，所以，不能确定亲疏远近。这在罗马的人名里表现得十分明白，例如人名里有“昆图（Quintus），昆图之子，昆图之孙……昆图氏（Quintier）”，把祖先一个一个地追叙，这是家谱；家族叙毕，便补叙氏族，表示这些人共同出于一个祖先，“昆图的子孙”之名由他传给一切子孙。

此外，并不属于这种紧密团结的、集合于一个在世的家长统治下的，或由于这样的家族分裂而产生出来的家族和氏族单位的，还有那些虽是宾客，但系另外的相同阶层的成员，他们只是暂居他人之家，也不是奴隶，由法律看来，奴隶被视为家庭的财产，而不是家庭的成员，但大概是门客（clientes，源自cluere），门客虽不是某一民社的自由公民，却在这个民社的保护下享有自由。这种人有些是离开故土的逃亡者，在他乡寻求收容和保护；有些是奴隶，主人对他们暂时放弃权力的行使，给他们以实际上的自由。这种关系就其特有性质而言，与主宾关系或主奴关系不同，并非严格的法律关系；门客仍然不是自由人，只是信义和习惯使他们的不自由得以减轻。因此，一家的门客与狭义的奴隶构成听命于“恩主”（patronus，如同paticius）的“仆从”（familia）。因此，按照原始的权利，恩主有权收回门客全部或一部分财产，遇有事故时，有权把他重新贬为奴隶，甚至处死；只因事实上存在着区别，所以恩主对门客不行使这种家法，像对待真正的奴隶那样；另一方面，主人在道义上有责任赡养和保护自己的下属，由于门客的地位实际比奴隶为自由，所以恩主对门客的道义责任意义重大，对于奴隶来说，这一意义就较轻微。特别是门客事实上的自由必然接近法律上的自由，因为这种关系已经历过几代。如释免者和受释免者都去世了，释免者的法定继承人要求对被释免者的子孙实施主子的权利，而不能不蒙受大不虔敬的恶名。这样，家庭的内部逐渐造成一群居人篱下的自由人，他们与奴隶不同，与氏族中享有平等权利的人也有区别。

在成分和形式方面，罗马国家以这种罗马家庭为基础。罗马民社总是源于罗米利氏、沃尔提尼氏、法比氏等古氏族的联合（不论这种联合如何形成）。这些氏族的土地结合在一起就是罗马的领域。属于这些氏族的每一个人都是罗马公民。凡在此范围内按常规缔结的婚姻都是真正罗马人婚姻，其子女享有公民权。凡非法婚姻所生的或者非婚生的子女，均被排除于民社之外。因此，罗马公民都称自己为“有父之子”（patricii），因为据法律看来，只有他们有父。所有氏族及其所有汇集其中的家族都不改原状地合并成一个国家。家庭和氏族集团永存于这个国家之中，可是，人在家庭和氏族集团中的地位并不只对国家起影响，以致儿子在家听命于父，可是在政治义务和权利上仅次于家父。当然被保护人的地位会发生某些变化，以使每一恩主的释免奴和门客因他的意志而在全民社内得到容忍。他们固然最初仍直接依赖所属家族的保护，但此事的本质说明，民社成员的被保护人当然不得享有公民应有的权利，也不必尽公民应尽的义务，可是却不能完全被摒弃于宗教仪式和节庆活动之外。这道理更可适用于全体被保护人。由此可见，国家如同家族，均由原属于它的人和投奔于它的人所构成，即由“公民”和“客民”所构成。

因为以家族为基础的氏族是国家的组成部分，所以国家这个共同体形式事无巨细无不模仿家庭。家庭有个父亲，他是天然的家长，家庭由父亲而产生，也随他一起消亡。但是，人民的民社却永存于世，在民社中却没有天然的主人，至少在罗马民社是这样，它由自由平等的农人组成，可能为没有天赐的贵族而自豪。因此，他们当中的一个人成为他们的领袖（rex）以及罗马民社这个大家庭的家长，一如后来在其住宅内或住宅附近总见一个长年不熄的炉灶、锁闭严密的民社库房、罗马的维斯塔女神和家宅守护神，所有这些表现了这个至高无上的、包括整个罗马的大家庭的显然可见的统一体。王位一旦空缺，继位人得到指定，君主职权便依法即刻开始履行；但国王召集能服兵役的自由人开个大会，正式要求他们宣誓效忠，然后民社全体才对他负有绝对听命的义务。那时他才有全权在民社中发号施令，一如家长在家庭中那样，并且也一如家长，实行终身统治。他同民社神祇来往，征询神意，平息神怒（auspieia publica），指派男女祭司。他用民社名义与异邦所缔结的条约对全体人民具有约束力，可是在其他情况中，民社成员绝无信守同非该民社的成员所订协约的义务。他的“谕令”（imperium），无论在平时或在战时，总是雷厉风行，所以，他每次因公出现，便有“扈从”（lictores，因荷有束棒，即licere）手执斧钺和笞鞭随处在前开路。他擅自有权向国民讲演，保管公库锁钥的也是他。他一如家父有惩戒之权和审案之权。对于扰乱秩序的人，他处以刑罚，尤其是对于犯兵役罪的人，他必予以鞭笞。他对一切私法和刑事案件一概开庭审理；他可以独断决定生死，一如决定自由权那样，以致他可以将一个公民判给另一个公民，充当奴仆。或下令将此人卖身成为不折不扣的奴隶，驱逐出境。在判处死刑以后，他有权允许诉诸民众请求宽恕，可是他没有必须这样做的义务。他遣使百姓征战，而且他统率军队；但他遇有火警照常必会亲临火场。

家主不仅是家中最大的权威，而且是唯一的权威，所以国王不仅是国家第一位掌权者，而且是唯一的当权者。他可以从特别熟谙教律和政务的人中组成专家小组并要求他们献计献策；为方便行使权力计，他可以将个别职权委托他人，如向公民通告、发布征战命令、审判不甚重要的案件、审理罪状等；如果他不得不离开城区，他可以留下一个“守城使”（praefectus urbi），委以全权，代理国王；可是，一切除王权以外的官职都由此而来，任何官吏只有受国王任命才能就职，得国王的欢心才能长期留任。远古时期的一切官吏，特命守城使以及步兵队（milites）和骑兵队（celeres）的统领（tribuni，源自tribus，即部分）都是国王委任官员，不是后来所谓的官吏。王权没有也不能有对外的法律制裁；在民社内部，对民社统治者来说，没有法官，正如对在家庭内的家主无法官一样。他的权力只有死后才宣告结束。新王的选举权在元老院，遇王位空缺时，空缺期（interresonum）的王权归元老院执掌。自由民在提名后才正式参加国王的选举。从法律上来说，王权有赖于持久性的父老（patres）团，该团通过空缺期权力的执掌者使新王就任其终身职位。“名扬四海的罗马依赖崇高的神佑而得以建立”，于是这一神佑便由第一个接受神佑的国王承继不断地传授其继任人，当权者虽有人事上的变动，但国家的统一却永葆不变。罗马人民表现在罗马狄奥维斯（Diovis）的宗教领域上的这一统一在法律上以君主为其代表，所以国王的服饰与至高无上的神无异；城里人人步行，只有罗马国王单独乘车，他手执象牙鹰杖，脸上涂以朱红胭脂，头戴黄金檞叶冠，这都是罗马神祇与罗马国王所共同的，可是，如果我们因此便认为罗马政体为神权政治，却是大谬，意大利人对神和国王的观念从来不像埃及和东方那样，混为一谈。国王不是人民的上帝，而是一国之主，这才较为允当。所以，人们根本不知有某一氏族的特别的神恩或有某一种神秘力而使国王据以可能具有不同于凡人的材料。贵家出身，与旧君有亲属关系，固然是可取的有利条件，但不是必要条件。任何罗马人只要成年，身心健全，在法律上便能充当君主之位。(3)国王不过是一个寻常公民，只因他有业绩或鸿运，又因一国不可一日无君，如同一家不可一日无主，所以才把他置于他的同辈之上，做他们的主人，如同一农夫位于众农夫之上，一武士位于众武士之上。如同儿子绝对服从其父，但并不自以为卑于其父，所以公民也听命于其王，但并不认其为王优于自己。王权在道德上和事实上所受到的限制就在于此。国王固然可以做出许多不公道的事而不违国法；他可以克扣战友应得的一份战利品，施加过重的徭役于公民，或者以苛捐重税蛮横侵犯公民的财产权；可是他这样做时，却忘了他的全权并非来自上帝，却是在上帝的许可下来自人民，因为他代表人民；如果人民也忘了忠于他的誓言，更有何人保护他？但王权在法律上的限制在于国王仅有权执行法律，而无权改变它；国王每欲偏离法律，必须事先取得人民会议和元老院的赞同，否则，这事便不生效力，以致成为无效的暴政行为。于是，无论从道德和法律看来，罗马的王权与现代的君权根本不同，罗马家庭或罗马国家在近代生活中实无其耦。

罗马公民的划分以族区为基础。族区即curia（此词或与curare＝coerare，指亲缘关系），十个族区构成一民社（Gemeinde）；每个族区出步卒一百人（故mil-es如同equ-es，均有“千步队步兵”之意）、骑兵十人、议员十名。几个民社合并时，每一民社自然成为整个民社（翁布里语和奥斯坎语称之为tota）的一“部”（tribus），基数随着各“部”之数目增加而增加。这种分法虽然起先与组成公民的人数有关，但在土地分配时，这种分法也就运用于地界。罗马的区名传到后世的很少，这少数之中有几个似乎源于族名，例如Faucia，另有几个却源于地名，例如Veliensis，所以“部”有地，区也有地，无甚可疑。在公有土地的远古时代，这些区中的每一个都包括若干氏族土地在内，关于这一点上文业已谈过。

这个政制的形态至为简单，(4)它同以后由于受罗马影响而产生的拉丁民社或市民民社的模式不谋而合；这些民社一律各有一百个议员（centumviri）。在罗马城三个部的最古老的传统中，拥有三十个族区、三百骑兵、三百元老院议员、三千步卒。这个额定数字是屡见不鲜的。

这种最古老的政制模式并非始于罗马，它是拉丁阖族共有的原始制度，甚至也许在部族分立以前早已有之，这样说是最为准确不过的了。关于此类事情，有关罗马政制的流传史料十分可信；它关于公民团体的其他各种划分法都有史可述，唯独认为区的划分始于罗马建城；与此完全吻合的是，族区体制不但见于罗马，而且在新发现的拉丁民社的政制模式中，也显示为拉丁城市法的主要部分。

反之，这种模式的核心一向在于区的划分。因此，“部”不能是重要因素了，因为它们的发生和它们的数目纯属偶然。凡有部之处，它们确无其他意义，仅在保存对它们原为整体的一个时代之忆念而已。(5)在流传史料中不曾提及每部各有其特殊的办事机关或特殊的集会；极可能说明，为了保持共同体的统一起见，融入此团体的各部实际上不允许继续存在。连在军队里，成双成对的步卒统领之数固然与“部”数相当；可是每一对这种军团保民官并非统率一个“部”的兵卒；而是每一军团保民官同全体军团保民官一道统率全体步军。各氏族分布于各个族区，氏族和家族的界限是由自然界划定的。立法权可以干预这些集团，起到修正的作用；它可以使大氏族分支，把它当作两族计算，也可以将若干小族合并，这种情况在罗马的流传材料中已无影踪可寻。无论如何，这种情况的发生极为有限，氏族亲缘的根本特点并未有所变。因此，不可以认为氏族之数由法律所定，更加不可以认为家族之数也如此。由于区应出步兵一百、骑兵十人，所以每家出一步兵、每个氏族出一骑兵之说既无传闻，也不足信。在最古老的政制机构里，唯一起作用的环节是族区，族区共十个，或者在有若干“部”之处，每“部”分为十个族区。每一个这种“责任区”都是真正的协作单位，它的成员至少要集会，举办共同的节庆；节庆各由一位特设的负责人（curio）管理，并且自有祭司（flamen curialis）；毫无疑义，征兵和课税也按区办理；法庭开庭审判时，公民也分区集会，分区表决。可是，开创这种制度的原意不在于表决，因为，如原意如此，区的分法肯定会用奇数。

公民对待非公民并不友好，但在公民内部各人的权利却完全平等。罗马人严格执行这两个原则，毫不苟且，也许非其他民族所能及。荣誉公民制是一个古老的制度，原意在于调和公民与非公民之间的矛盾，罗马人对这制度的态度也许最足以明白表示他们区别这两者之间矛盾的严谨性。经民社议决，允许一个异乡人加入公民团时，此人虽然可以放弃从前的公民资格，然后完全加入新的公民团，但是新旧公民资格，他均可兼而有之。这是最古老的习惯，在希腊，这一情况始终如一，到后来，同一个人往往同时成为几个民社的公民。但在拉丁姆，发展得更为活跃的民社感情不能容忍一个人同时成为两个民社的公民，所以，一个新选入的公民如果无意放弃他旧有的民社权利，这有名无实的荣誉公民资格的含义仅为殷勤待客的情谊和保护客民的义务，别无其他意义，而对于异邦人的情谊自古就是如此。

可是，在对外人严加限制的同时，成员间的权利不平等却被绝对排除在罗马民社圈子之外。上文已提到，家庭内存在的种种差别当然不能被废除，可是在民社里却至少不被注意；儿子在拥有财产方面从属于其父，但他以公民的资格也会遇到有权支配其父的情况。但罗马没有等级特权；在次序上，替提人先于罗马纳人，这两族又先于卢克雷人，这并不有损于他们在法律上地位平等。当时的公民马队被使用于前线进行单独交战，有时骑马，有时甚至步行，与其说是特殊兵种，不如说是一支精兵或后备军，所以马队兵员总是生活最富裕、器械最精良、训练最熟练，其威望自然高于公民步兵，但这纯系实际差别；毫无疑问，任何世家出身者皆可参加马队。引起法律差别的，仅仅是依照政制对公民所做的区分。此外，一切民社成员在法律上的平等甚至也显示在外表上。就服装而言，民社的首领诚然与民社成员相同，有从军义务的成年人与不能入伍的童子不同，除此以外，人无论贫富贵贱，出外时须一律穿那白毛料做的朴素长袍（toga）。公民权如此完全平等，无疑这起源于印度日耳曼族民社的政制，但了解得这样细致，执行得这样确切，却是拉丁民族最能说明问题和最有影响的特性之一。人们也许还记得，在意大利，我们未尝遇见移来较早、文化较低的种族臣服于后至的拉丁移民，因而也就缺少印度种姓制度、斯巴达的、色萨利的、大概是希腊的贵族，也许还有日耳曼人的等级差别与之相联系的主要机缘。

维持国家财政依赖全体公民，这是不言而喻的。公民最重要的义务是服兵役，因为从军的权利和义务只有公民才有。公民同时又是战士团（populus，与populari；“破坏”，同源）；在古祈祷文中，人们祈求战神降福于“长矛兵团”（pilumnus poplus），这个兵团以及国王向他们谈话时所用的称呼“长矛兵”（quiriten）(6)均被视为战士的标志。作战队即所谓军团（legio）的编制如何，已见上文叙述。由三部组成的罗马民社里，一个军团有骑兵（celeres，即“快队”或flexuntes，即“包抄队”）的三个“百夫队”（centuriae），由三个骑兵大队统领（tribuni celerum）率领(7)，还有步兵（milites）的三个“千夫队”，由三个步兵队长（tribuni militum）率领；步兵大概自始就是民社所征兵丁中的精锐。此外，也许再加若干在行阵以外作战的轻装兵，尤其是弓弩手(8)。国王通常自任主帅。除服兵役外，公民或许还须服他种徭役；如承办平时战时国王交办的事宜，服耕地或兴建公共设施等劳役。试看罗马城垣常名为“徭役”（moenia），即可见建城工程对全民社的负担多么沉重。但罗马没有经常的直接税，国家也没有经常的直接支出。支付民社的必要支出，不必课税，因为国家对于兵役、征工或一切公务一概不给报酬；就是给报酬，也由直接课税的有关地区或由不能或不愿自服徭役者付给服徭役的人。公祭神祇需用的牲畜祭品由诉讼捐项下筹款购买；普通讼案的败诉人按所争议财物价值的多寡拿出一种所谓“牲畜罚款”（sacramentum）交给国家。公民经常送给国王的馈赠未见有记载。此外，向国王却缴纳港口税和领地税，特别是驱牛到公共牧场放牧应交的牧捐（scriptura）以及国有土地承租人以其产品的一部分（vectigalia）交付的租金。此外，还有“牲畜罚金”、没收财物和战利品。遇有需要，便强行摊派捐款（tributum），可是罗马人把它视为强行借款，以后时局好转时便被归还；该捐是否由公民分担，还是只摊在居民身上，还不能断言，但后者的可能性较大。国王管理财政。据典籍说，罗马最后一家王族塔昆氏的地产极多，可是国王私产必然不断扩大。但是国有财产与国王私产不同，特别是战时夺得的土地似乎永远被认为是国有财产。国王管理公产是否受习俗的限制，多大程度上受到限制，已无可考了，不过，以后的事件发展表明，遇习俗所不容，从不与公民商讨，关于强派捐款额和分配战争所得土地习惯上与元老院磋商。

可是，罗马公民看来不仅纳捐和服役，也参与公务。因此，如果国王召集所有民社成员向他们通报情况（conventio，contio），或者严令他们在第三周（in trinum noundinum）集会（comitia），逐区了解情况，那么这时全体民社成员除妇女和不能当兵的儿童外，即所有被称为“长矛兵”（quirites）的人都集合在裁判所。这种正式的公民大会由国王指定按期开会，通常每年两次，一次在3月24日，另一次在5月24日。此外，国王认为必要时还可以随时召开。可是他们召集公民，不是为了请他们发言而是让他们听训，不是为了让他们提问，而是要他们答问。除国王或他认为可以允许发言的人以外，会上无人发言；公民发言只是对国王所提问题做简单答复，不做讨论，不陈述理由，不提条件，也不将问题条分缕析。可是，罗马公民团，一如德意志的公民团，或许也如同远古的印度日耳曼公民团，却是主权国家思想的真正的和终极的支柱；但在平时，这主权静止不动，或仅见于公民团自愿表示效忠于其首长。因此，国王即位以后便向集会的各区询问，问他们是否愿对他尽忠效力，是否愿按照常规和他的使者（lictores）一样承认他；对这一问题肯定不许有否定的答复，正如与此相仿，一位世袭君主必受崇敬，无人可以拒绝。公民既是执掌主权的人，便不当在平时参与国事，这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只要公务仅限于实施现行法规，那么至尊的国家权力便不能也不应进行干涉：治国的是法律，而非立法者。现行法规若有变更的必要，或甚至在某一情形中需要稍稍背离现行法规时，那就另当别论了；每遇这种情形，公民按罗马政制采取行动，所以，无上的国家权力的这一种行动由公民与国王或摄政王（Zwischenkönig）之间协作做出。正如治人者与治于人者之间的法定关系以口头问答的契约方式获得认可那样，民社行使领导权的行动也无一不使用发问法（rogatio），由国王向公民发问，而大多数区对此给予肯定的答复。在这种情形下，他们无疑也可以不表示赞同。所以，对罗马人来说，法律首先不是如同我们所理解的那样，并非国王对于所有民社成员发布的命令，而首先是构成国家的各权力代表以说明和反驳的方式所缔结的契约(9)。根据法律，凡不合法制常规的事一概需要这种立法契约。依照法律常规，任何人均可将财产任意赠予他所愿赠的人，不过这种方式是以立即移交为条件；财产暂时仍留在财产主手中，死时才转归他人，这在法律上是不可能的事，除非民社许他这样做；关于这事，不但在市场上公开集会的公民，而且列阵临战的公民可得到允许。这就是遗嘱的起源。依法律常规，自由乃是自由人的财产，既不能转让，也不能失去或放弃，所以，谁不隶属于家主的人，谁就不能再隶属于另一家主而居于人子的地位，除非民社予以许可。这就是收养义子（Adrogation）。依法律的常规，公民权只能在出生时获得，既得之，便不可复失，除非民社授予贵族地位或允许放弃这一地位；毫无疑问，起初，若无区的决议，这两者便不能生效。依法律的常规，一个罪人当受死刑，国王或他的代表如果已按判决和法律宣判，这人便当处决，毫不容情，因为国王只能裁判，不能赦免，除非被判死罪的公民向民社请求开恩，而审判官给他求赦的机会。这是上诉（provokation）之始，主要指，被认定有罪的犯人若不认罪，便不许上诉；犯人若肯认罪，举出请求宽大的理由，便许他上诉。依法律的常规，与邻国缔结的永久性条约不可破坏。除非是，由于受到损害，全体公民认为不必再受该条约的束缚。所以，要想发动侵略战争，非与他们商讨不可，但是他国如果破坏条约，本国作防御战，或战后媾和，则不必征求他们的意见；然而，遇此类问题，似乎不是径直向寻常的公民大会提出，而是向军队提出。所以，就一般看来，国王每次拟定改革，变更现行国法，皆需征求公民的意见；就此点而论，立法权自古即不属于国王，而属国王和民社。在这一事例和其他类似事例中，国王的行动如果不得民社的赞助，在法律上便不能生效；仅国王宣布某人为贵族，此人仍旧不算公民，这无效的行为仅能产生事实上的影响，而无法律上的效力。在这方面来说，公民大会尽管似乎受有限制，常遭掣肘，可是它自古以来就是构成罗马国家的一个要素，并且在法律上不与国王平行，而在国王之上。

但是，除国王与公民大会外，在罗马最古的民法政制里还有第三个基本权力；它与国王不同，原不为行政而设，也与公民大会不同，原意不在立法；可是它与二者平行而立，而且在它的权限内，位于二者之上。这就是元老院（senatus）。毫无疑问，元老院起始于氏族组织：据古代流传材料，在原始的罗马，元老院由所有家长组成，由国家法看来，此说仅在以下情形中有理：后来的氏族只要不是晚近才迁入罗马的，无一不自谓渊源于原始罗马城的家长，并认此家长为自己的祖先和始祖。罗马或至少拉丁姆可能曾有一个时期，国家的每一基本组成成分，即氏族，与国家无异，即各有一种类似君主政体的组织，各为一个长老所统治，此长老由氏族中的人或由其前任所推选，或由世袭制度而来，因此，在这同一时期中，元老院不外乎是氏族长老的总称，从而成为一个独立于国王和公民大会的机构；而且它与公民大会不同，公民大会由全体公民直接组合而成，元老院却由人民代表组成，略有代议制性质。拉丁民族必在荒古时期已越过每族实际各为一独立国的阶段、由氏族组织发展为民社时，废除族长乃是应采取的是第一个，也是最难的一个步骤；罗马开国前很久，拉丁姆或早已渡过这个难关。据我们所知，罗马氏族常无明显的族长，所有氏族中的人均出于或自称出于一个共同的始祖，可是在世的氏族中的人却无人声称代表这个共同始祖，所以，遇继承遗产和监护妇孺的事，若因家长死亡而传袭于氏族，此事就落在氏族全体身上。然而，由于元老会议的原始性质，许多重要的法律后果往往传给罗马元老院。简言之，荷马叙述过，有诸侯和人主在国王的四周坐而议政，昔日的元老院于此并无二致；因此，元老院的地位与纯粹的国务会议不同，而且也高于国务会议，因为此会议不过是若干亲信开会，以备国王咨询而已。只要原始元老院系由全体氏族首领组成，其成员之数就不可能固定，因氏族之数也不固定。因为在远古时，也许在未有罗马之时，元老院成员的数目对于民社来说并不考虑当时实有的氏族数字而定为一百，因此，在三个原始民社合并之后，元老院议席便增至三百，三百便成为固定的正常数额，从国家法来看，其结果乃势所必然。此外，无论何时，元老被召入院，便终身任职；到了后世，此种终身任期多为事实上如此，而不是依法律如此，元老名录时时修改，以便排除不称职的或不受欢迎的元老，这种办法可以证明是逐渐演变而来。自从再也没有族长以后，元老的选择当然权在国王，但在较古时期，只要氏族的独特性仍活生生地存在于人民之中，国王选择元老时通常在一个元老死后，从那个元老的同一氏族里委任一个年高识广的人进行补缺。大概后来随着融合的程度逐渐提高和民社内部的渐趋统一，这种习惯才作废，选择元老一事才悉由国王自行裁决，以致遇有元老出缺，而国王不择人递补，任其空悬，此事被视为有亏职守。

这个元老院的职权所依据的是如下见解：民社由氏族构成，民社的统治权依法应属全体族长，虽然这个统治权按照在院内业已如此明确的君主制基本观念，目前总由元老中之一即国王来执掌。因此，元老院的每个成员在行使权力上不是全国的王，可是在职权上却是如此，所以他的标志虽然亚于国王，却与之相似。国王穿红鞋，他也穿红鞋，只是国王的红鞋略高，也较元老的考究。并且也因为这个缘故，如上文所述，在罗马民社中，王权绝不会虚悬。如果国王去世，众元老便即刻代替他行使王权。可是，依照一时仅能有一人为王的金科玉律，所以此时他们只有一人执掌政权，这种“摄政王”（interrex）与选任终身的国王的区别只在任期的长短，而不在权威的大小。摄政王的任期对于掌权者来说规定每人不得逾五天；据此，众元老轮流为王，每位摄政王任期告终时，各按抽签所定的继任次序，将职位移交给任期为五天的继任人，直至终身国王的空缺再有人充任为止。民社不对摄政王宣誓效忠，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摄政王不但有权力，也有义务去执行平时一切属于国王的职能，甚至可以推举一位终身任职的国王，不过第一个被他们指定的人例外地没有后一种权利，大概是因为第一人非前任所推举，故被认为其任命欠周。所以，这一元老会议终究是罗马国家统治权（imperium）的执掌者和神佑（auspicia）的蒙受者，是那万世不绝的罗马国家及其君主制度（但不是世袭的君主制度）的保障。所以，据以后的希腊人看来，元老院似乎是众王会议，这实不足为奇，元老院本来就是这样一个机构。

但是，元老院会议不仅是永恒王权的活生生的体现，而且也是罗马民社政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元老会议诚然无权干涉国王的政务活动。国王每逢不能亲自带兵或解决法案时，他历来从元老院中物色自己的代理人，因此高级军职以后常付托给元老，同样也在任用陪审员时优先起用元老。但在带兵和司法方面，元老院却未尝以团体资格受到咨询，所以，日后的罗马元老院并无带兵和裁判权。另一方面，元老会议可以视为现行体制的合适的保护者，甚至可以监察国王和公民的违法事件。对公民应国王提议而通过的一切议决案，元老院都负有审查之责，如果议决案似乎违反现行法律，元老院便不予批准；换句话说，按章需要民社议决时，如每次修改政制、接纳新的公民、为侵略他国而宣战等，元老院对之都有否决权。当然我们不可以为公民与元老院均有立法权，略如现代立宪国家的两院制；元老院是守护法律的机关，不是创制法律的机关；它仅在民社做出的决定似乎超越职权、违反对神祇或对外国的现行义务，或妨害了民社本身的机构制度时才能宣告废止这种决定。但是，最为重要的事情仍然是，例如，罗马国王已提出宣战案而全体公民已将这议案升格为决议时；又如，外国似应支付赔偿而该要求不能达到时，罗马使者便恳请神灵监察这事的不公平并在结束时说，“可是关于此事，我们想请问国内的元老，我们该怎样才能实现我们的权利”；只有元老会议赞同了，公民团所决定而为元老院所批准的战争才能正式宣布。这条准则的用意和后果肯定不是使元老院永久干涉公民团的议决案，以及用这种监护行动来剥夺公民团的最高权力；可是，正如尊位虚悬时，元老院保持民社政制于不坠，所以，我们从中也觉得元老院此时面对国家最高权力成为法纪的保护机构。

最后，也许与上述做法相联系的，还有一种似乎是很古的做法，君王要提出议案付公民表决，必须事先将议案交给元老院，使所有成员依次对此表示意见。元老院既有权废止已做出的决定，国王当然明白，事前应设法使自己不必担心会被否决。一方面，决定重要的事而不先与他人商讨，也与罗马的习俗不合；另一方面依其组织，元老院应成为民社统治者身边的政务咨询机构。以后元老院的广泛权力更多的是由这种咨询习俗发展而来，而不是由于上文所述的职权。但这一习俗起初原无足轻重，其意义实际等于元老院有咨询之权。遇到既非司法又非军旅的大事，例如，除提交公民大会的议案外，还有课税、服役以及支配征掠所得土地等事，国王也许常先征求元老院的意见，但事先的征询虽习以为常，却非法律所必需。国王可随心所欲地召集元老会议，将问题交付讨论；元老未被询问，不得发表意见，元老不被召集，更不得开会；可是只有一个例外，遇王位虚悬时，他们必须开会，以决定摄政继位的次序。并且除元老外，国王有权任意召请他的其他亲信共商国是，这一点是极为可信的。意见不是命令，国王可不听其言，不从其计，元老院也就无计可施而实现其意图，只有上述绝不普遍应用的否决权才行。“我选你们，不是叫你们来领导我，而是叫你们听从我的吩咐。”这是后世一位作者假罗慕洛王之口所说的话，这话所表述的元老院在这方面的地位大致上是对的。

现在让我们把以上的结果做一总结。据罗马人的见解，主权天然属于罗马民社，但它绝无单独行动之权，遇有不属成规的事，民社仅与他人通力合作。与民社并立的有任期终身的民社元老会议，这会议俨然具有王权的官吏团，如遇王位出缺，便须以其成员摄政，直至王位有定主而后已。这会议也有权推翻民社做出的不合法的议决案。萨卢斯特（Sallust）说：王权既无限制，又受法律制约（imperium lcgitimum）。所谓无限制，指王命无论合乎正义与否，首先必须无条件执行，所谓受制约，指命令如果违反惯例，非经过真正的主权执掌者即人民的核准，便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罗马的最古老的政制略似倒置的君主立宪政体。在君主立宪政体中，国王是国家全权的执掌者和代表；因此，例如，只有他才能宣告特赦，而治国施政却归于人民的代表和对人民代表负责的官员，所以在罗马政制中，民社行使的职权颇与英王相似：在英国，大赦权是国王独有的特权，在罗马却是民社独有的特权，罗马一切政权都握在民社的首脑手里。

最后，如果我们考查国家及其各成员的关系，我们便得知，罗马国家既远非纯为防卫而结合起来的散漫联盟，也绝不类似近代所谓绝对专制的强权国家。民社在征收赋税和惩罚犯罪行为方面自有统治公民个人之权；不过任何特殊法律对某一个人因其做了并非人人认为有罪的行为而绳之以法或以惩罚威迫之，即使形式上无瑕可指，但对罗马人来说似乎总被认为处置武断和不公。财产权和宗族权更多的是重合，而不是互相关联，民社对它们的干涉更为有限。罗马家族制度还未完全消灭，民社尚未牺牲家族而得以壮大，就会一如在来库古（Lycurgus）(10)的警察国家那样所作所为。国家可以将公民戴上镣铐或绞杀，却不可夺去他的儿子或田地，或甚至不可向他长期征税，这是最古老的罗马政制中的一个最明确和最堪注意的准则。在诸如此类的事情中，民社本身在对待公民方面受到限制，不得侵犯公民的权利，这种法律上的限制不只存在于概念之中，而且在元老院依法行使否决权中有其体现和实际应用，因为它对违反这种基本权利的民社议决案确有加以废止的权力和职责。在自己的范围内，罗马国家的擅权专制绝非他国所能及，但行为无玷的罗马公民在法律上却能享受绝对的安全，对国人的侵犯和国家的干涉皆不足虑，此非他国所能及。

罗马民社就是这样自治其国的：罗马人是一个自由民族，它懂得服从，并明确拒绝一切祭司的神秘骗局，在法律面前和彼此之间绝对平等，有自己的鲜明的民族性，同时却又明智豁达，大开同外国交往的门户（这一点将在以后叙述）。这体制既非人为所造，亦非假自他国，它是在罗马人民之中产生并随着罗马人民共同发展。它当然基于更古的政制，有意大利人的，有希腊意大利人的，也有印度日耳曼人的；但荷马史诗和塔西佗关于日耳曼的纪实中所描写的体制，必曾经过长久绵延的政治发展阶段，才能达到最古老的罗马民社制度。希腊人的欢呼喝彩，日耳曼人的敲打盾牌都寓有表示民社主权的意味，但这种形式与拉丁族区会议的那种有条不紊的职权和循规蹈矩的发表意见，相去不可以道里计。还有，罗马国王的紫袍和象牙节杖确实来自希腊，而不是埃特鲁斯坎人，还有他的十二名扈从和其他种种表面排场更多地借鉴于外国。但罗马政制的发展确乎属于罗马，或至少属于拉丁姆，其中仅有些微像借自外国，只看其全用拉丁人所造的词来表示其政制观念，便可显见。

这个政制实际奠定了此后罗马国家长期所根据的基本思想，因为罗马民社只要存在，无论其形式如何变更，可以肯定，行政长官就有绝对号令权，元老会议为国家的最高权威，每一非常议决案必须获得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即民社的核准。



————————————————————

(1) 不但旧的宗教婚姻（matrimonium confarreatione）是这样，就是世俗婚姻（matrimonium consensu）也是这样，原来虽然未规定丈夫对妻子握有财产权，由于这种正式惯例（coemptio）和时效（usus）等法律观念很容易应用于这种婚姻，从而为丈夫获得此权大开方便之门，丈夫获得此权之前，尤其在迄至时效告终了的时期内，妻室（正如日后先行试婚［causae probatio］而后结婚）还不成为“妻室”（uxor）而是未婚妻（pronxore）。罗马法有一原则，妻室不受丈夫支配就不成其为已婚妻，只是有名无实之妻（uxor tantummodo habetur，西塞罗《辩谬篇》，3，14）。这原则直至罗马法臻于完备时仍不变。

(2) 下面的墓志铭虽已是较晚时期的，但值得在此一述。墓铭如下：

过客啊，我的献词很短，请伫足细读。

这墓石绝不精美，底下却埋着一位美人，

双亲称她为克劳迪阿；她挚爱夫君，心不二移，

她生有二子，其一仍留世上，另一葬在地下，

她谈吐悦耳动听，举止优雅文静，

她操持家务，并自纺羊毛。我话完毕，请君上路。

原文为拉丁文，（见《拉丁铭文大全》，1007）纺羊毛也算在纯粹德行之列，这也许更能说明问题，可是这在罗马墓志铭里却屡见不鲜。奥雷利4639：最好、最美、从事纺织，虔诚、知廉耻、端庄、贞淑、足不出户。奥雷利4860：她端庄、正直、知耻、柔顺、从事纺织、勤奋、忠贞，酷似其他贤妇，足可与之媲美。图里亚墓志铭1，30：知耻、柔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勤纺织、有信仰而不迷信，衣着朴素，服饰不求观瞻，实乃善良的家庭一员。

(3) 狄奥尼修斯说（5，25），跛足者不得居最高职位。罗马公民资格不但是居王位的必要条件，而且是充当执政官的必要条件，这是不可言喻的，因此，对库雷斯（Cures）公民的奇谈，实不值得去明白地予以驳斥。

(4) 简单的十区体制早已绝迹，可是这一制度即使在罗马也有实际上的应用，而且最惊奇的是，它的应用竟见于盐饼礼（Confarreatio），我们有其他理由认为，在我们法律的史料中所提到过的所有正式仪式中，此典礼最为古老。行此礼时，十证人制与十区制之间的关系似乎确与三十扈从与三十区制之间的关系相同，殆无疑义。

(5) 从他们的名称中也可看出这一点。如法学家所知，所谓“部”（tribus）不外是既往的或将来的“整体”，所以现在并无实际意义。

(6) 古人把quǐris quirītis或quirinus解释为“长矛兵”，此词源于quǐris或cǔris（长矛）和ire。就这方面来说，与samnis，samnitis和sǎbinus相一致，甚至古人也以为此词源于σαúυιου（希腊文，长矛）。与此相近的有arquites（带弓人）、milites（千夫队士兵），pedires（徒步兵），equites（骑兵），velires（无甲可披，只着斗篷的兵），即使词源不确，它却是与罗马对于公民概念的理解密不可分的。同样，Juno quiritis，（Mars）quirinus，Janus quirinus，都被设想为“挥舞长矛的神”；quiris用来称呼人的时候，意谓“战士”，就是说，正式公民。这与语言惯用法相符。是凡说到地点，绝不用Quritens一词，而用urbs Roma，populus，civis，ager Romanus（罗马和罗马人）等词。因为quiris与civis或miles相同，都没有地方含义。恰恰基于同一理由，这些词不能混用。人们不说civis quiris，因为两词虽然观点不同，却表示同一法律概念。反之，在庄严宣告公民葬礼时，说“这个战士已随死神离开”（ollus quiris leto datus）；同样，国王用这名字称呼集会的公民。他开庭断案时，也按照可执戈防卫的自由民的法律（ex iure quiritium，与后世的ex iure civili完全相同）进行宣判。populus Romanus，quirites（populus Romanus quiritium一词未有充分证明）意谓“全民社与各个公民”，因此，在一句古老的套语（李维，1，31）里，populu Romanus与prisci Latini相对，quirites与homines prisci Lutini相对（贝克尔，《手册》第2卷，第20页及下一页）。以上的事实既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如果仍坚持以下说法，仿罗马马民社曾与相似的奎里特（Quirite）民社对峙，在这两个民社合并后，在教仪和法律习惯用语方面，被合并的新民社的名字代替了合并他人的那个民社的名字。那么，除不知语言也不知历史以外，便没有其他原因可寻。

(7) 狄奥尼修斯（2，64）在列述努马（Numa）的八个宗教机构时，先叙述Curiones和Flamines，然后第三才列出骑兵统领。据普雷内斯特历书，3月19日在大会场（Comifiuvn）举行一个节庆［adstantibus pon］tificibus et trib（unis）celer（um）。瓦勒里·安提阿斯（Valerius Antias，见哈利卡纳索斯的狄奥尼修斯，1，13；参见3，41）给最古的罗马骑兵指定了一个统领，名为celer和三个百夫长，而在《名人传》1中，又称celer为百夫长。此外，布鲁图（Brutus）在罗马诸王被逐时，据说曾充任tribunus celerum之职（李维，1，59），而且据狄奥尼修斯说（4，71），他甚至利用他的职位，建议放逐塔昆族。最后，庞波尼乌斯（Pomponius）以及可能部分引用狄奥尼修斯之说的利杜斯（Lydus）也说tribunus celerum就是安提阿斯所说的celer，就是共和时代独裁官的magister equitum，帝国时代的Praefectus Praetorio。

现存文献中论及tribuni celerum的只有这些，其中最后一说不但出于晚近甚不可靠的典籍，而且与tribuni celerum的含义不合，这名词只能有“骑兵队长”的意义。但共和时代的骑兵统领仅首先在非常时期被推举，而且到后来不再被推举了，tribuni celerum每年必须主持3月19日的庆典，所以他的官职是常设的，二者不能混为一谈。彭波纽斯之说显然全由布鲁图逸事而来，此逸事愈久愈失其真，我们可以置而不论；可以得到的简单结论是：在数目和性质上，tribuni celerum完全与tribuni militum相当，他们是骑兵大队长，所以与骑兵统帅（Reiterfeldherr）大不相同。

(8) 可以对此说明的是如下显然是古远的词组，velites和arquites以及以后的军团编制。

(9) Lēx，意为约束（源出lēgare，对某事负有义务），如众所周知，一般指契约，可是其附带的含义为，此契约的条件由提议人决定，对方只能接受或拒绝，这种情形正如当众拍卖那样。在罗马社会公约（Lex publica populi Romani）里，提议者为罗马国王，接受者为人民；对于后者有限的协作，在文字上也有简明扼要的规定。

(10) 来库古（约公元前390—约前324年）： 雅典政治家和演说家，以理财有方和严惩贪污闻名。——译者



第六章　非公民与经过改革的政制

每一个民族的历史，尤其是意大利的历史，都是大规模“并区为城”的历史。据我们所知，最古的罗马已采取三合一的形式，仅到了罗马精神完全僵化的时候，类似的合并才得以告终。原始罗马纳人、替提人和卢克雷人的合并，我们仅知有其事，详情一无可考。除此以外，丘民的归并于帕拉廷罗马，也是这类合并最古的例子。这两个群落将合并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它们的组织大致相似；由于要合并而产生的问题应做如下设想，它们不保存二元体制，必须废除其中之一，而将剩下的另一组织推行于整个联合民社。关于圣地和祭司团，他们完全采用第一策。自此以后，罗马民社有两个舞蹈团、两个狼神团，因为有两种战神，所以通常有两种为该神祭司的祭司，一种是帕拉廷祭司，以后常称为战神祭司，又一个是山丘祭司，被称为奎里努祭司。罗马的所有古拉丁祭司团，如鸟占团、造桥团、维斯塔团、执法团等，都同样源出于帕拉廷和奎里努两民社的联合祭司团，这是可信的，虽然现在已无法考证。此外，说到地方分区，帕拉廷城原有三区，就是苏布拉区、帕拉廷区以及城郊区，现在又加上奎里努丘城作第四区。说到最初“并区为城”时，加入的民社在合并以后，至少被认为是新公民团的一部分，因此，在政治上一定程度仍然存在；在涉及罗马丘人方面以及在以后的合并过程中，这种做法都没有重现。合并以后，罗马民社仍分为迄今的三个部分，每个部分各有十区；罗马丘人无论以前自分为若干部分与否，当时必曾被安置在已有的部分和区内。其安置办法可能是每个部分和区各容纳新公民若干，可是新公民在这些部分和区内未完全与旧公民相互融合，以后那些部分都分为两级，替提人、罗马纳人和卢克雷人又各分为第一级（priores）和第二级（posteriores）。罗马民社的机构体制处处都各自成双，也必与此种分法有关。神圣贞女的三对显然表示三“部”的代表，第一、第二级各一人；每条街道崇奉一对守护神（Laren），大概也可以作类似的理解。在军队里，这种安排尤为显著：合并以后，三合民社中每半“部”出骑兵一百，于是罗马公民骑兵增为六个“百夫队”，骑兵队长大概也由三人增至六人。关于步兵的相应增加却无遗闻可考；但以后征发军团总是每次两个，大概就是导源于此；指挥军团的分团司令官通常不是原先的三个，而是六个，这也许由这种加倍征兵制而来。元老院的议席确未增加，三百元老的原始数目直到罗马纪元七世纪仍为常额。但是以下假定也是合乎情理的：一批新参加的民社中的显要人物必被接纳到帕拉廷城的元老院。关于行政长官之职也按同样办法，即使联合起来的民社也只有一个国王，他的主要副手，并无变更，特别是守城吏。我们看到，丘城的宗教体制似乎照旧；在军事方面，公民人数加倍，于是兵力也加倍了。此外，奎里努城并入帕拉廷城就等于使前者隶属于后者。我们依理推测，可知起初的时候，帕拉廷旧公民与奎里努新公民的区别等于替提人、罗马纳人和卢克雷人第一级与第二级的区别，所以奎里努城的各族为第二级或称“次等”。这区别当然更多的是声誉上的优先，而不是法律上的优先，在元老院举行表决时，必先问旧世族元老，而后问“次等世族”的元老。同样，山丘城区的地位甚至在帕拉廷城郊之下，奎里努战神祭司也位居帕拉廷战神祭司之下：奎里努的舞蹈团和狼神团也在帕拉廷的两团之下。因此，通过“并区为城”，帕拉廷民社合并了奎里努民社，故此举乃处于承先启后阶段，即处于罗马先由替提人、罗马纳人和卢克雷人互相融合的最早阶段和以后的其他阶段之间。加入的民社不可再成为这一新的整体中的自己的一部分，可是在每个部分中至少自成一部，其宗教体制不但得以存在（此事以后还续有发生，例如，在攻克阿尔巴之后），而且它上升为联合民社的体制，这种情况以后却未再重现。

两个大致相同的民社合而为一，结果民社的形体增大，可是内在的性质并无多大变更。另有一种合并进行较缓，效果却远为深邃，其初步也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我们所指的就是公民与客民（Insassen）的混合。在罗马民社中，一向除公民外，还有受保护的人，因为他们是个别公民家族的依附者，他们称之为门客（clientes），又因为他们没有政治权利(1)，所以贬称为平民（plebes，源于pleo，plenus）。这种人介于自由人与奴隶之间，如上文所述，早已存在于罗马家庭之中；但在民社里，无论就事实和法理而言，这个阶层的地位都渐趋重要，其原因有二。第一，民社本身也可以像拥有奴仆那样，拥有半自由的门客，尤其是一城被征服，城邦瓦解，战胜的民社往往认为不宜将大部分公民正式卖身为奴隶，而允许他们依然享有事实上的自由，所以他们仿佛以民社释免奴的资格与家族或者与国王建立门客关系。第二，公民在法律上对门客仍有管辖权，由民社本身的性质和它约束公民的权力看来，门客应受保护，免遭滥用在法律上继续存在的主人管辖权之害。在难以回想的远古时代，罗马法即已创立了一条客民全部法律地位肇源于此的原则：主人在公开从事法律行为，如成立遗嘱、提起诉讼或陈报财产状况时，若言明放弃或默认地放弃他主要的管辖权，此后他本人或他的法定继承人便无权擅自撤销其针对被其释免者本人或甚至他的后裔所做的弃权行为。门客及其子孙既无公民权，也无宾客权，因为他要享有此权，须由民社正式颁予，但他作为宾客必须具有在与罗马民社缔约的民社里原有的公民权。门客所得的是一种有在法律上受保护的自由财产，可是按法律上说仍非永久自由。所以，经历了较长时期以后，他们的一切财产法关系与奴隶的相同，而奴隶则被视为其恩主的法律关系，在程序上恩主必须代表门客；并且恩主遇有必要，可向他们征收捐款，他们如果犯罪，恩主可追究责任。可是，这些客民渐渐解脱羁绊，他们开始用自己的名义买卖产业，不经恩主正式调停，便可向罗马公民法庭提出要求；并获得权利。关于婚姻和继承遗产，法律很早就允许外籍人与公民权利平等，可是对于不属于任何民社的、实际为不自由的人们，法律上的许可却很晚才有；但法律不能禁止后者在自己的范围内缔结婚姻，也不能禁止他们拥有由此而来的法律关系，如夫权、父权、父系亲属（Agnation）权、宗族权、继承和监护权，对于这些法律关系，也都按着公民法来办理。

部分地导致类似后果的就是实施外侨法，外侨得久居罗马，成家立业。在这一方面，自原始时代以来，罗马所推行的原则必是极为放开。罗马法既不涉及遗产性质的区别，又不涉及地产的查封。罗马法一方面允许一切有能力处理的人在有生之年处置其财产，毫不限制；另一方面，据我们所知，对于一切有权与罗马公民交往的人，甚至对于外侨和门客，也允许他们在罗马获得动产，毫不限制，并且自从不动产可以成为私产以后，又允许他们在某种条件下在罗马获得不动产。正是这样，罗马是一个商业城市，其初期重要性皆赖于国际贸易，所以它对于每个由不平等男女结婚所生之子、每个释免了的奴隶和每个放弃祖国权利而迁至罗马的异邦人一概宽宏地给予居留权。

所以，起初公民实际上是保护人，非公民是被保护人；在所有民社中，只允许外人移入而不开放公民权，这法律关系便很快难以与实际状况相调和，即使在罗马也日益困难。交往日益频繁，由于拉丁同盟的缔结，拉丁人在私法方面都获得完全平等的地位，其中包括地产的取得，随着日益繁荣而解放奴隶之事日多，其结果甚至在太平年代客民的数目也必剧烈增加。邻邑被罗马武力征服，与罗马合并，沦为村落，其大部分人民无论迁入城中或仍居乡间，通常舍弃自己的公民权而换取罗马的客民资格，于是客民之数更多。而且战争义务专由旧公民负担，旧贵族的子孙日益减少，客民却分享胜利的果实，且不必付出流血的代价。

在此种情形之下，奇怪的只是罗马贵族的消亡还并不像实际情况那么快。外国望族离乡背井，迁居罗马，或其城为罗马所克，罗马人便给他们公民权；可是罗马较长时期所以仍是一个人口众多的民社，却不能用此事来说明，因为从一开始这种特许似乎并不多见，而且罗马公民权以后价值日增，特许就似乎变得更为稀罕。更有力的原因必是倡导世俗婚姻制，男女皆为公民，父母同居虽未举行献糕式婚礼(2)，所生子女也有完全公民权，与经过献糕式婚姻所生的子女无异。世俗婚姻在十二铜表法以前即已存在于罗马，可是确非罗马的创制，其输入罗马或许至少旨在防止贵族的消亡。(3)又有几种措施与上述的有连带关系，古代罗马最初即加以采用，以使各家子孙繁盛。

可是，客民之数总是有增无减，而公民之数却在最佳年景时不减，所以客民不知不觉地渐渐获得另一种较自由的地位。非公民不再只是那些需要保护的外侨和被释奴隶；其中有在战争中被征服的拉丁民社的旧公民，尤其是拉丁移民，他们在罗马的生活不依赖国王或任何一个公民的恩惠，而以联盟权利为根据。他们在产业上不受法律限制，便可在新的故乡赚钱买地，并效法公民把田园地产传给子孙。投靠一个公民家庭，寄人篱下，原是一件苦事，这种关系乃渐归废弛。被解放的奴隶或移来的外人，如果仍在国家内居于完全孤立的地位，到了他们的子嗣时，尤其到了他们的孙辈时，便不复如是，就因为这种情形，他们与恩主的关系便越来越不如以前。如果说古时门客单单依赖恩主调停以获得法律的保护，那么以后国家日益巩固，氏族联体和家庭的重要性便日益削减，所以各门客若受损害，甚至无恩主调停，也常可以由国王方面获得昭雪和补偿。很多非公民，尤其是已解体的拉丁民社的成员，如前所述，或许自始就不是国王或其他豪门大户的门客，他们顺从国王，大致与公民相同。归根到底，国王管辖公民的权力须视臣下的善意为转移，因此，他自然乐于从仰赖于他的警卫人员中建立一个更愿顺从于他的组织。

于是，罗马除公民团外，又发展出一个与它平行的集团，门客变为平民。这名称的改变是有典型意义的。在法律上，门客与平民无别，“从属者”与庶民无别，实际上却有很重大的区别，这一名称显示其依赖某一个在政治上具有权势的社会成员的保护关系，只显示其缺乏政治权而已。自由客民既不若从前有特殊依赖的感觉，便情不自禁地感到他们在政治上受到轻视；只是国王对全体一视同仁地进行统治，这就阻止了有权阶层与无权阶层之间发生政治上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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